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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通式远程治理 

 

 吉塔·斯坦纳—卡姆西 （Gita Steiner-Khamsi），国际教育政策与合作网络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

学院和瑞士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摘要 

本文探讨了数字治理是否已转化为数据流

通式远程治理。对国家发展情况的全球监测源

于以下趋势同时进一步扩大此趋势：（一）成

果导向援助，（二）增加测评，（三）数据挖

掘和流通。鉴于世界银行成为各国的知识库，

本文还探讨了发展和援助资格定义的可能变

化。 

 

关键词： 

数字治理； 

成果导向教育； 

国际组织； 

官方发展援助； 

全球教育 

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数字治理”一词有着

不同寻常的历程。 十年前，政策研究中引入数

字治理一词来描述学生能力大规模国际测评项

目（ILSA）的指数式增长（Grek，2008）以及从

外部评估向自我评估的转变（Ozga，2009），现

在数字治理成为一个概括性术语，表示通过基线

研究、基准和结果评估来收集政治决策的数据。 

这类“软性”政策工具均关注结果的测量和监测。 

可以说，“硬性”监管工具（法令、法令执行

情况的随机检查、违规行为的制裁）现在已被数

字治理取代。在教育领域，结果导向促成了 ILSA

的快速发展。现在，各国政府开始根据各自的政

治议程采用 ILSA 的测评结果对公共教育施压或

减压，如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和 TIMSS(国

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 这一术语面世十

年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否应当将政策研究

争论上一个台阶，数字治理是否已经演变成“远

程指导”（Rose 和 Miller，1992）、“远程治理”

（Rinne 和 Ozga，2009，第 67 页），或者已经

进一步转变为“数据流通式远程治理”（Piattoeva, 

Gorodski Centeno, Suominen 和 Risto，2018，第

117 页）。这里需要提及三个国际机构的年度教

育监测报告，包括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教育概

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和教科文组

织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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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通式远程治理 

Nelli Piattoeva 等人（2018）在关于国家大规

模测评政治的精彩章节中创造了“数据流通式治

理”一词，说明巴西、中国和俄罗斯政府（研究

对象）如何借由比较数据流通这一政策工具使政

治决策合法化。这三个国家在获得可靠数据方面

都面临重大挑战，且地区和地方一级的政府官员

不知道如何在其日常工作中使用这些数据，因此

不可小看这一研究发现。以上三个国家的政府不

仅需要不停地获取国际可比性数据，还要克服困

难以有想象力地方式将国际测评结果传达给国

家或地方一级。这些国际测评结果在三个国家

（背景）中的分量 “单薄”，没有意义，不具相关

性，要重拾其意义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Steiner-

Khamsi，2016a）。 

只有将其置于快速推进数据流通式远程治

理的更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种“非理性”行

为。我有如下三点看法：对国家发展情况的全球

监测源于以下趋势同时进一步扩大此趋势：（一）

成果导向援助，（二）增加测评，（三）数据挖

掘和流通。 

成果导向援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

前的宏观经济和政治援助条件（结构调整、扶贫、

善治）逐渐被计划条件所取代。现在资助项目的

资助结果必须达成项目计划、行业策略或捐助方

对于成功项目设定的目标。例如，亚洲开发银行

区分了计划和政策支助，以付款时间表作为杠杆，

确保政策确实到位、资助项目长期可持续。同样

地，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区分了固定赠款和可变赠

款。受援国政府需要用数字证明援助资金已用于

提升教育系统的质量、学习成果和公平性用途。

请注意，全球教育合作组织明显是一个例外。并

不是所有的捐助方都追求公平性。例如，社会影

响债券获得差评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关注公

平性，实施人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得可测量的正面

成果，因此实施人拒绝“学习迟缓者”和其他弱势

群体参与其教育项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增加测评。过去十年间，参与 PISA 和 TIMSS

项目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对此习以为常。然而，

2018 年发生的事情极有可能使未来参与 ILSA 项

目的国家数量出现巨大飞跃。2018 年 10 月发布

的《201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2018）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人力资本项目，特别是人力资

本指数（HCI）。世界银行（2018）称， 

HCI评估新生儿在 18岁之前所能获得的

人力资本量，显示下一代人民的生产力，

以完整教育和全面健康为基准。  

HCI 的教育指标测量教育系统的数量（教学

质量调整后的入学年限）和质量（统一测试结果）。

入学年限基准为 14 年。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

在全世界的教育体系中，新加坡最接近“完整教

育”的国际基准，新加坡的孩子们最有效地利用

了在校时间，或者说浪费的时间最少。与新加坡

类似，奥地利孩子的入学年限可以达到13.9年，

但是教学质量调整后的入学年限-考虑儿童的实

际学习情况-只有 11.7 年。另一个排在字母表前

列的国家安哥拉，教育质量差使其丢掉近半数的

教育得分。考虑到安哥拉儿童的实际学习情况，

预 计 的 入 学 年 限 缩 短 至 4.1 年 （ 见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huma

n-capital）。HCI 榜上，奥地利排在第 12 位，安

哥拉在 157 个国家中排在第 147 位。统一测试

结果的计算方法因依赖 ILSA 项目而饱受批评。

此外，如果各国没能参与每一轮测试，人力资本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human-capital）。HCI榜上，奥地利排在第12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human-capital）。HCI榜上，奥地利排在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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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就会内插数据，如果遗失其中一轮测试数据，

则会外推数据。事实上，HCI 要求各国政府参与

每一轮 TIMSS、PISA、PIRLS、SACMEQ、EGRA 等

项目，因为数据内插和外推往往不利于获得教育

系统的统一测试结果。 

数据挖掘和数据流通。怎么才算是过度？ 

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监测背景下，国际组织在越来

越多的国家、专题、人口以及不断缩短的时间间

隔内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迫于自身生存的考虑，

国际组织承受着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与国际和

地区竞争者保持同步的压力。PISA 新增测评领域

便是不断发展的早期信号。 PISA 测评最初侧重

于 15 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此后开

始新增领域，涉及多个主题，包括金融素养（PISA 

2012，PISA 2015）、全球素养（PISA 2018）。同

时还包括 PISA 发展援助协议项目、学前教育项

目、国际学校评估项目和 PISA4You 项目。PISA

在不同主题、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快速扩张，

已经成为人们密切关注和争论的对象（见 Addey，

2017；Gorur，2016；Sellar 和 Lingard，2014；

Verger 和 Parcerisa，2017）。私营部门从 PISA 测

评中受益匪浅，比如培生公司（Pearson LLC）负

责 PISA 的测评设计和试验、视频和报告制作并

从中获得报酬。与此同时，这家商业巨头还向家

长出售课本和教材，为标准化测评做准备。正如

其他文章所说（Steiner-Khamsi，2016b），标准

化对企业有益，因为多个学校、地区和国家将应

用同样的课程、教师培训计划、教科书和学生评

估，从而产生规模经济。 

提高发展援助门槛，创造新型技术援助客户 

发展合作伙伴正出现积极的现象。一些地区，

尤其是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各国不

再需要官方发展援助（ODA）。这些国家不再隶

属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丧失了获得优惠贷

款和赠款的资格。因此，是时候考虑以下问题，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世界银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双边援助国打算怎么办？或者说我们

这些以从事援助工作或研究发展为职业的专家

打算怎么办？ 

首先，ODA 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自 1969

年成立以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不断趋于

“现代化”，或根据不断变化的援助环境调整理念

（Hynes 和 Scott，2013）。第二，外部财政援助

的目标发生变化。例如，经合组织将 57 个国家

列为脆弱国家（OECD DAC，2018）。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一点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再

区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代之以针对世界各

国的全球议程。回顾过去，我们应当承认，之前

两个国际商定的计划-2000 年全民教育和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实际上被错误地贴上了“全球

议程”的标签。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新定位

解释了国际组织现在才真正在全球层面开展工

作的原因。过去，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是为穷

人服务的，而经合组织则侧重于富国。现在，这

三个国际组织开始收集和传播各国信息。从每年

发布的《教育概览》来看，非经合组织 “合作国

家”逐年增多。最明显的是，世界银行的人力资

本项目反过来成为各国的知识库，不论穷国还是

富国。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人力资本指数取代了人

类发展指数，那么必然会颠覆发展和援助资格的

定义：除了新加坡和其他在统一测试表现优秀的

少量东亚国家，以及奥地利和其他“表现不佳”的

经合组织国家，余下国家都将成为经合组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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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客户。这些国家将获得援

助，或者更确切地说，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

的人民（从婴儿到成人期间）从各个方面提升其

测评分数，包括社交和情感技能 （OECD PISA，

2018）。 

此外，大批“表现不佳的国家”，如安哥拉、

埃及、南非等国由于儿童在校学习时间很少，在

人力资本指数的教育方面丢掉了至少一半分数，

这些国家可能会得到过度的援助或技术支持。因

此，人力资本指数低的国家将填补不再需要官方

发展援助的国家所留下的空位。换句话说，尽管

许多国家已不再需要发展援助，但可以想见，人

力资本指数的存在会让那些取得经济发展的国

家重新获得官方发展援助的资格。当然，人均国

民总收入、生产力和 HCI 之间相关性高。如果将

HCI 作为确定优惠贷款和赠款资格的标准之一，

世界银行今后很可能会在中上收入和高收入经

济体国家开展业务。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国家将

不再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中、中上、高收

入）划分，而是按照人力资本项目建议的国家预

计生产率（第 25 百分位数、第 50 百分位数、第

75 百分位数）划分（世界银行，2018，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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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习、公平和财务报告说明 - 变革理论路径 

 

 卡伦·芒迪（Karen Mundy），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比较国际发展教育中心教授 

 karen.mundy@utoronto.ca 

 

 

摘要 

本文对国家政策全球报告可能产生的颠覆

性影响（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以及在一个多样

化的世界中提出全球建议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提

出了三个基本的“变革理论”：“跨国学习数据法”、

“战略投资数据法”和“（相互）问责数据法”，并

描述国家政策行动者、社会组织成员和国家研究

人员是如何利用这些报告的。 

 

关键词： 

变革理论； 

问责； 

激励； 

全球监测 

引言 

在过去的 75 年里，全球教育政策的国际比

较数据在形式和用途上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在本

文中，我认为关于国际数据和报告的争论隐含了

三种潜在的“变革理论”，显示了对于数据使用方

式的不同看法（Brest，2010）。 

第一种理论我们称之为“跨国学习数据”模

式，它侧重跨国杠杆来促进跨国学习和交流。第

二种理论我们称之为“战略投资和激励数据”模

式，它关注更强大的支点来激励本国政策和政策

制定者。最后一种是最近兴起的“问责数据”模式。 

每种模式所处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我想强

调的是，这些模式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国际机构工

作中，受到各类组织的青睐。 

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这三种变革理论作

为“理想类型”，从而明确各种国际报告方式的目

标、目的和组织特征，让我们有可能以更加民主

和更有效的方式使用全球数据。 

全球教育报告的变革必要性和变革理论 

三种“变革理论”为全球教育的国际报告和

数据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它们对本国

决策和决策制定者以及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之间

的全球政治有不同的影响和意义。 

跨国学习数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教科文组织）早在二战后便制定了全球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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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系统指标，主要是为了支持各国政府就教

育策略和项目进行学院间的跨国学习并监测全

球教育发展。教科文组织建立了一个基于低风险

的自我报告数据系统。该模式本质上是发展型的，

支持国家统计能力、国家能力和所有权。同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最初的工作宗

旨是同行审查和同行交流，由部长小组根据具体

挑战安排研究和报告工作。跨国学习测评的早期

发展也遵循了类似的“低风险”逻辑（国际教育成

就评估协会成立之初就是一家旨在促进跨国学

习的研究室）。 

战略投资和激励数据：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教育数据转而用于确定和验证教育投资的

重点，尤其是全球行为体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

资。在国际层面，世界银行在利用比较教育数据

支持教育重点和策略的经济建模方面发挥了主

导作用，还尝试使用这些数据来激励改革（见世

界银行，1995）。20 世纪 90 年代，经合组织率

先发起了对各国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PISA），义无反顾地从一个各国之间

教育政策的对话平台变身为现在的政策企业家

（Martens 和 Jacobi，2010）。世界银行和经合

组织没有采用温和的学习方式，而是率先应用了

一种变革理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调动一个外部

技术支点来左右国家决策和重点。 

（相互）问责数据：自 2000 年以来，在前

两个  “变革理论”之外新出现了一个  “变革理

论”。我们可以称之为“问责数据变革理论”，这种

方法强调利用跨国数据来让各国政府承担责任，

通过其计划和承诺取得积极成果。这种变革理论

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一方面重点关注发展

共同体的“成果和绩效”，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社

会组织运动实现教育系统的透明度和社会问责

制，以及《巴黎有效援助宣言》所体现的在国家

和国际层面相互问责的承诺。因此，援助国政府

越来越依赖绩效指标来管理援助分配，促使国内

政策制定者利用指标和激励措施来扩大成果（例

如英国的多方援助评述）；而社会组织一方面要

求援助者对受援者承担向上责任，另一方面要求

政府对其公民承担向下责任（见世界银行《2004

年世界发展报告》；Verger & Novelli, 2012）。 

很多人讨论过跨国数据和监测的各种变革

理论基础和理论的利弊。每种理论都对全球和本

国政策产生了预期和预期之外的影响。 

 变革理论“跨国学习和交流数据”的优

势在于，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真正

的实践共同体，重点关注国家的数据生

成能力。与此同时，60 年代、70 年代

和 80 年代的跨国数据收集和监测很快

就陷入了输入和描述性数据的困境。这

一理论缺乏一套强有力的激励措施来

动员国际和国内行动，也无从衡量其有

效性。 

国际组织从变革理论“学习数据”中得

到的一点经验就是，当报告未与行动激

励挂钩时，便会削弱行动支持。例如，

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报告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获得的支持逐渐下降，直到 2002

年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发展共识获得通

过出现了新的问责制运动，且全球教育

监测报告中需要提出更有力的以问责

为导向的报告后，才重获支持。 

 变革理论“战略投资数据”明确了将跨

国教育数据与行动联系起来的关键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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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但其缺乏国家和其他政策行动者的

合作“学习”理论，容易在数据收集和利

用方面产生技术官僚行动。相比于组建

国内改革联盟，这种方法更适合提供一

揽子援助和采用以绩效为基础的筹资。

PISA 是在国家俱乐部的支持下诞生的，

它无疑是“战略投资数据”模式下最为

“成功”的一项跨国数据工作。虽然关于

来自合作伙伴关系的数据如何逐渐成

为一个外部支点推动了一个曾经弱小

的国际行为体改变政策，我们需要探讨

的东西很多。但是 PISA 对教育政策的

影响因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而异。 

在此期间，有关教育发展数据的大型投

资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相当有限。

或许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开展“战略投资

数据”工作的国家之间缺乏真正的合作。 

 变革理论“问责数据”清楚地了解如何

利用数据让捐助方和政府承担责任并

推动变革。它扩大了公民的作用，显示

了跨国进程与国内联盟合作实现改革

的方式。然而，这种变革理论低估了数

据在弱治理环境中驱动政策进程的能

力。在全球层面，治理结构很少促进问

责制。比如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监测

报告（GEMR）中的监测工作很难让捐

助者和多边机构承担责任，尤其是推动

援助有效性议程的政治风向改变时。当

诸如教育委员会等更加政治化的监测

和报告工作取代传统的问责报告时，这

一弱势才稍有缓和。 公民主导的学习

评估报告和国家社会组织联盟报告显

示，在民主薄弱和官僚系统能力有限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证据“掌握真理”的能

力会大大受限。 

学习和问责的全球监测：明确隐晦的内容 

在本文中，我试图以更有力、更明确的方式

使用变革理论法来帮助我们了解全球监测和报

告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方式。变革理论可以帮助我

们明确隐晦的内容，让我们就在不断变化的世界

中有效实施跨国监测的目的、用途和民主可能性

展开讨论。 

包括全球教育合作组织（GPE）在内的组织

正在试验这些变革理论。GPE 尝试用“相互问责”

的方法进行监测，面临以下两方面挑战-确保在

国家层面的教育利益相关者问责过程中使用数

据，要求捐助者遵守援助有效性原则（见 GPE, 

2018）。为此，GPE 试图通过“国家级合作学习”

方式加强相互问责，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持续改

进以下领域的工作，比如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国

家政策过程中应用数据、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援助

有效性原则。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的学习监测全

球联盟（GAML）项目也采取了类似可测量的监

测方法，这种方法既努力提高基础数据的技术质

量，同时达成有力的合作来促进跨国学习（UIS，

2018）。我认为，这种利用学习和（相互）问责

变革理论进行全球报告和监测的能力对今后十

年全球监测的可持续性、影响力和广泛的所有权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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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教育向外看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Andreas Schleicher)，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主管及总干事教育政策特

别顾问，法国 

 andreas.Schleicher@oecd.org 

 

 

摘要 

本文认为，全球监测和国际比较表明教育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已超越了国界，这有助于决策制

定者根据可衡量的目标制定有意义的目标，以及

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教育系统处理类似问题的方

式。本文表示，全球监测不是抄袭其他国家的预

制解决方案，而是关注本国和他国的良好实践，

从而了解这些实践在哪些情况下能发挥效用。 

 

关键词： 

经合组织； 

全球监测； 

良好实践； 

政策制定者 

有个关于司机的故事讲道，司机在一个漆黑

的夜晚回到车旁时，发现车钥匙不见了。他不停

地往路灯下看，有人问他是不是钥匙丢在那儿了，

他说不是，但那里是他唯一能看得见的地方。 

同样地，教育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着

眼最顺手和最显眼的地方。那可能不是最好的地

方，但那里有我们熟悉的问题和答案。我们常常

用最容易衡量的标准而不是最重要的标准来审

视教育的进展。教育的争论往往只基于一个国家

或一个地区的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而不会与其他

地方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 

虽然全球化对经济、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教育仍然非常本地化，往往

只关注自身的情况。教育系统习惯于筑起“高墙”，

把教师、学校或系统本身与相互学习分隔开来。

学校的组织方式和信息的管理方式使得学校和

教师难以分享他们的工作信息。虽然教育系统经

营者可能了解各自的优势和弱势信息，但在一线

提供教育服务的人员（校长和教师）往往或者可

能不知道如何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更有效的实践。

不同国家的教育系统也被类似的高墙分隔开来，

各国很少有机会看到其国界外所制定和执行的

教育政策。换句话说，不能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 

国际评估和全球监测工具有助于填补这一

mailto:andreas.Schleicher@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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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向各国展示其他国家在教育服务的质量、

公平和效率方面取得的成果，帮助决策制定者根

据可衡量的目标制定有意义的目标，更好地了解

不同教育系统处理类似问题的方式。也许最重要

的是，拥有国际视野能让决策制订者和从业者有

机会对自身的教育体系有更清晰的认识，使他们

更清楚地了解教育体系的信念和结构、优势和弱

势。改变和改进教育系统前必须深入了解这个系

统。 

1997 年，当我们着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时，

我接到了巴西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巴西有意加入

PISA。巴西是首个表示有兴趣加入 PISA 的非经

合组织成员国，我对此感到有点儿惊讶。时任巴

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肯定已经意识到，巴西将在全

球排名榜上垫底。但我后来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时，

他告诉我，当时改进巴西教育体系面临的最大障

碍不是资源或能力匮乏，而是学生在低标准下取

得了好成绩，人们认为不需要改良或不可能获得

改良。时任总统卡多索认为人们需要了解真实情

况。因此，巴西不仅公布了巴西的 PISA 分数，

还向每所中学提供进展水平相关信息，从而到

2021 年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上达到经合组织的

平均水平分数。从那时起，巴西在 PISA 项目上

取得了显著进步。参加 PISA 项目 9 年后，巴西

成为自 2000 年首次举办 PISA 评估以来在阅读方

面进步最大的国家。 

墨西哥也有类似的经历。墨西哥 2007 年进

行家长调查时，77%的家长表示，孩子学校提供

的教育服务质量良好或非常好，但是根据

PISA2006 评估，在墨西哥 15 岁的学生中，大约

有一半的学生所就读的学校评分达到或低于

PISA 确定的最低能力水平。在国际比较中，导致

感知教育质量与绩效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很多。

例如，现在墨西哥儿童就读的学校可能比其父辈

就读的学校教学质量更好。但问题是，在没有公

共资源需求的情况下，要证明公共资源投资的合

理性并不容易。2008 年 2 月，我会见了墨西哥

时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

他为墨西哥中等教育建立了一个基于 PISA 的国

际绩效基准。这一绩效指标突出了本国绩效与国

际标准之间的差距，成为支持墨西哥此后进步的

主要工具。 

PISA 不仅仅对表现不佳的国家政策产生重

大影响。在 PISA 2000 结果公布后，我的祖国德

国也就教育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德国人认为

各个学校的学习机会理应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已

经努力确保学校获得平等的资源。但 PISA 2000

的结果显示，在教育成果方面存在巨大的社会差

异。此外芬兰的学校间一致性证据显示，学校之

间的表现差异只占学生表现差异的 5%，这让德

国印象深刻，因为德国学校之间的表现差异占到

学生表现差异的近 50%。也就是说，在德国择校

事宜很重要。 

德国的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对 PISA 项目

显示出的差异不会感到太惊讶。但是，弱势儿童

在学校表现差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在公

共政策可以改变的范围。令人震惊的是，PISA 项

目的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学生

和学校表现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但其他国家在有

效减少这类影响方面似乎比德国做得更好。事实

上 PISA 显示，改良是有可能的，并为改良提供

了必要的动力。PISA 帮助德国扭转了对证据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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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态度。20 世纪初，德国的教育开支几乎翻

了一番。除了金钱外，这场争论还激发了该国大

范围的改革，包括变革性的改革。比如加强幼儿

教育，为学校制定国家教育标准（在联邦州自治

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中，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

事情），加大对包括移民学生在内的弱势学生的

支持。九年后的 2009 年，德国的 PISA 评估结果

大有进步，在质量和公平方面都有了显著改良。 

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改良了教育体系的国家。虽然韩国在 2000 年测

评中的平均成绩很高，但韩国人担心只有一小部

分优秀学生在PISA阅读评估中达到了优秀水平，。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韩国将优秀学生的比例提

高了一倍。 

波兰学校系统的主要革新在于大幅度减少

学校间的差异，使很多表现不佳的学校得到重生，

并在半年时间内就提高了整体表现。葡萄牙能够

巩固其分散的学校体系，提高整体表现，哥伦比

亚和秘鲁也做到了。 

当然，国际评估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设

计可靠的测试就是一大挑战。成功标准必须在国

家间具有可比性，在国家层面具有意义。必须在

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才能产生可比较的结果。

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有选择地使用测试

结果，多半是为了支持现有政策，而不是作为探

索替代方案的工具，但是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改

良机会。 

在 2016 年 12 月最新的 PISA 评估结果公布

之前，世界各地的人致电给我，想知道全球 PISA

排名有哪些惊人变化。但是像 PISA 这类的国际

比较结果没有令人惊讶之处。教育的质量和公平

源于深思熟虑、精心设计和系统实施的政策和实

践。PISA 的证据表明，一些学校体系取得了迅速

进步，即使那些声称只能在地理时间尺度上改良

教育和相对有名次的国家主要反映了社会和经

济因素的人现在必须承认，教育改良是可能的。 

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可以从世界上最先进

的学校系统中学到什么？他们的经验对其他国

家的学生、教师和学校领导有何帮助？政治家和

政策制定者如何从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中汲取

教训，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即使有国际先例

可循，为什么很难从中学到经验并停止重复同样

的错误？这些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迫切提

出来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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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全球竞争力测评评述 

 

 苏珊·莱杰（Susan Ledger），默多克大学分管合作的副院长，澳大利亚 

 s.ledger@murdoch.edu.au 

 迈克尔·蒂尔（Michael Thier），俄勒冈大学博士生，美国 

 mthier@uoregon.edu 

 露西·贝利（Lucy Bailey），巴林，巴林大学巴林师范学院副教授 

 lbailey@uob.edu.bh 

 克里斯汀•皮茨（Christine Pitts），美国西北测评协会政策顾问和倡导者，美国 

 christine.pitts@nwea.org 

 

 

摘要 

本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2018 年引入的全球化能力测评进行了评述。采

用批判话语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经合组织

提出的测评后，本文认为该项测评偏向西方国家，

采用西方世界精英的文化资本来定义全球化能

力。提议以 5p（理念、人、权力、流程、定位）

政策框架来修改测评。 

 

关键词： 

全球化能力；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经合组织； 

批判话语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国际学

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比较各国 15 岁学生的

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图 1）。2018 年经合组

织加入了新的测评项，即比较各个教育系统培养

具有全球化能力的学生情况。根据经合组织的

《框架 2030》，这项新测评是全球首次大规模

衡量教育体系培养 15 岁学生全球化能力的尝试。

我们需要关注这项新引入的测评，因为任何打着

经合组织旗号的测评都具有声誉资本，将会左右

政策决策和公众舆论。 

图 1：经合组织国家和 PISA 参与者的世界地图

（www.oecd.org） 

 

PISA 国家和经济体地图 

经合组织国家 

PISA 2015 合作国家和经济体 

2015 年前参加测试的合作国家和经济体 

mailto:lbailey@uob.edu.bh
mailto:christine.pitts@nwea.org
file:///C:/Users/marin/Dropbox/NSI03/EN/www.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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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占世界经济总量 80%的 80 个国家有可

能接受测试，全球化能力测评会对几乎全球范围

内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尽管意义如

此重大，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执行此项测评，多个

国家选择不执行，尤其是设计和建设此项测评的

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国家（Ledger，Thier，Bailey & 

Pitts，2019）。由于极具影响力和资源丰富国家

的缺席，如英国、美国、丹麦、法国、德国和荷

兰，人们开始质疑经合组织此项测评的品质认知

度以及不参与该测试的原因。 

本文强调了经合组织在影响全球教育政策

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其描述、促进和测评“全

球竞争力”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经合组织

在教育领域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机构，为全球不

同背景和文化下的政策决定、课程、教学方法和

成果提供信息。自 PISA 2000 年首次亮相，越来

越多的人将这个三年一次的评估视为一个国家

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方面的成绩单

（Breakspear，2012）。引入全球竞争力测评给

原本的 PISA 测试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争议性，因

为缺乏对全球竞争力的明确定义、可能有 150 多

个相关测量工具、经合组织涉及众多国家。鉴于

上述因素，全球竞争力测评必然会面临争议，其

实施必然会无比复杂，其影响必然受制于政策、

实践和研究 （Ledger 等，印刷中）。 

经合组织通过《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

（GCIW）文件推出了 PISA 新测评（Ramos & 

Schleicher，2016）。这份文件显示了经合组织如

何向世界‘宣传’其新测评，因此我们将这份文件

作为调查研究对象。我们创新地结合批判话语分

析（Fairclough，2010）和社会网络分析（Moser，

Goenewegen & Huysman，2013）研究《面向包容

世界的全球化能力》这份政策文件。 

为了了解实施过程、讨论筛选和建议制定，

提出了 5 个相互依赖的政策思路组成的框架（图

2），包括 5p：人、定位、理念、流程和权力。

本次研究中，人指影响经合组织文件和评估工具

的人员。定位指 PISA 实施和评估的当地环境，

以及经合组织拟定该文件所依据的更广泛的全

球背景。理念指全球化能力话语中蕴含的信念和

基础。流程指如何表现政策文件、理念、人员和

权力以及如何使用流程开展实施工作。权力探讨

了文件中的不平等性，以及为经合组织提供能动

性的语言力量。 

图 2：主要政策思路（ Ledger ， Vidovich & 

O’Donoghue，2016） 

 

PISA 的全球化能力测评是首次尝试测量一

个极具争议的领域，尤其是对于民族主义倾向已

然或日益强烈的多个国家。从测试的角度来看，

全球化能力的定义没有定论（Deardorff，2015；

Torney-Puerta，2002），还涉及公民教育的类似

定义争论（Goren & Yemini，2017）。经合组织

不能颁布一项引发不确定性和/或争议的测评。 

 

政策 5p 

人 

权力 

理念 流程 

定位 



 

15 

图 3：经合组织框架 2030，2017 

 

 

本文是首篇在其存续的重要时间点关注经

合组织全球化能力测评实施过程的政策研究文

章。我们的目标是从一个群体“局外人”的角度记

录其全球实施过程。本文一开始聚焦经合组织发

布的《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文件，以及

文件对 2030 年生活的知识、技能、行为和性格

描述（图 3）。这项研究之所以及时有以下两点

原因：恰逢经合组织 2018 年颁布新的全球测试

评；首波有影响力的经合组织国家选择退出全球

化能力测评，即丹麦、法国、德国、荷兰、英国

和美国（Coughlan，2018）。 

这些领头羊国家的缺席引发了人们对经合

组织测试品质认知度的质疑。奇怪的是，其中一

些不采用 PISA 新测评的国家正是那些对《面向

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和全球化能力测评研究

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 

研究发现 

经合组织在《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

和相应的全球化能力测评中对全球化能力提出

了一种矛盾而令人担忧的观点。根据我们的研究

发现，《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对典型全

球化能力公民的理想型和经历做出了特殊假设。

从理念上看，《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将

全球化能力定义为“响应世界的变化”，忽视了学

生和学校改变世界的能力，而经合组织的框架

2030 则强调了能动性和行动的重要性。 

《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指出:“年轻

一代与来自不同信仰和国家的人共存和互动，开

放和灵活的态度以及将我们团结在共同人性下

的价值观将是至关重要的”（第 1 页）。尽管这

种意识形态结果是值得称赞的，但深入研究该文

件发现了上述目标的矛盾之处。经合组织称，“有

全球化能力的人对去他国旅行”、“品尝国际美食”

或“向慈善机构捐款”感到自信和快乐，并拥有

“接收交换生的家庭”。许多类似的全球化能力示

例却不一定适用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

（Abdi，2011）。文中关于理想全球公民的设想

排除了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群，因为这类理想代

表了财富和特权，而这正是全球精英的典型特征

（Howard，2018）。这一矛盾之处违背了经合组

织的全球化能力模式，该模式明确了本土重要性

（图 4）。 

经合组织框架 2030 直观展示如下： 

 

儿童应当学习什么？ 

学科知识 

跨学科知识 

实践知识 

认知和元认知技能 

社会和情感技能 

身体和实践技能 

知识 

技能 

态度与价值 

能力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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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经合组织全球化能力模式 

 

PISA 全球化能力测评分为两部分：认知评估

和基于情景任务的背景问卷（Schleicher，2017）。

然而，《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文件认为

这是通过只有学生完成的单一评估来测评学生

成绩，进而测量学校课程和教师培训的有效性。

以下认知评估和问卷示例强调了测评内容以及

测评项目背后的假设条件。 

学生需要回答他们是否“参与了关于世界事

件的课堂讨论”或“与同学一起分析全球问题”，

这是为了测试老师是否 “对某些文化群体的历

史有误解”或“对某些文化群体的学生学术期望

较低”。还会询问学生行为，包括“出于道德或环

境方面的考虑挑选产品，即使这类产品价格更

高”、定期浏览“国际社会问题网站”、参与“促进

男女平等活动”或为了保护环境减少家庭能耗，

如“调低暖气或调节空调温度”。询问学生对“全

球健康、全球变暖、移民、国际冲突、贫困原因

以及世界各地男女平等”的认知程度。上述示例

明确指出了测试中暗含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假设，

将增大产生偏见的风险。 

此外，《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将教

育视为一项被动工作，而不是培养变革影响者的

机制。《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全球化能

力有助于“对抗学校和家庭中的歧视行为”（第 2

页），一味指责学校和家庭，并没有考虑大众媒

体和政治话语的问题。把学生和家庭定位为需要

改变的人，而非需要关注的改变推动者。 

在流程方面，《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

很少提及学生如何获得全球化能力，总共 44 页

的内容中只有 2 页涉及学校或课程。除了语言和

历史外，该文件对学校在培养全球化能力的作用

只字未提。然而，经合组织网站最近为学校新增

了美国战地服务团国际竞争力就绪指数

（https://afs.org/）来明确全球教育的出发点。该

指数进一步体现了全球精英实践，例如将国际交

流作为发展全球化能力的主要手段。 

而我们的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向经合组织和

《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提供信息的人主

要采用政府文件和小部分个人和相关模式的同

行评议论文，包括 Deardorff （2015）、Torney-

Puerta（2002）、Byram（2012）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模式，Bennett（2004）的发展中的种族优越感

阶段和 Donnelly（2007）。考虑到美英在世界上

最广泛的殖民和新殖民影响中的历史地位，过分

依赖英国和美国的信息尤其令人担忧。 

研究还发现，经合组织采用有限的视角理解

和测评全球化能力，这与全球化能力教育的实际

目的相矛盾。根据我们的建议，平衡参与国之间

影响力的这种转变能让非西方国家和/或经济发

展中国家（即非经合组织国家）有发挥的空间。

借此评判经合组织首次测评全球化能力尝试的

分析当地、全球

和跨文化的问题 

理解和欣赏他人

的观点和世界观 

为集体福祉和可持

续发展采取行动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进行开放、得体

和有效的互动 

全球素养 

https://a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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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我们提出相关建议来协助该测评的后续迭 代建设。 

图 5：经合组织框架 2030 - 能力、父母、社区、教师、同伴 

 

 

建议 

根据研究发现，我们围绕相互依赖的政策思

路即 5p 给出了建议（Ledger 等，2017），帮助

修订经合组织的全球竞争力测评。 

1. 重新审视和重新制订经合组织的理念基

础和描述全球化能力的方式。 

2. 建构经合组织文件时思考所代表的人员，

及其对实施测试人员的影响。 

3. 把特权权力交予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

员；通过有效的对等交流而非自上而下的命令来

阐述全球化能力。 

4. 思考将变革负担由学生（个人）转移到学

校（社区）的流程。 

5. 经合组织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合作提供考

虑定位因素的教学支持，确保“地理和定位问题”

（Green & Reid，2014）。 

结语 

评述高风险的测试制度是很重要的，尤其是

全球均聚集标准化教育改革时 （Zhao，2016）。

如果会影响政策决定和公众舆论，评述工作就更

加重要了。我们提出的五个建议和进一步评述经

合组织全球化能力倡议实施过程的呼吁是适时

的，因为经合组织公布了 2018 年指南《为可持

续的世界培养青年：经合组织 PISA 全球素养框

架 2030》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图表（图 5）。虽然

我们很高兴看到在 PISA 系列评估中加入了一项

非课程测评，但是权力不平等、特权阶层的声音

和政策中隐含的测评歧义引发了人们对经合组

织新加入的全球能力测评的担忧。包括 Labaree

（2014）和 Meyer（2014）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研

究人员开始向经合组织、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

研究人员提出质疑，希望他们进行反思并更广泛

学科的 

跨学科的 

经验的 

程序的 

知识 

认知和元认知的 

社会和精感的 

身体和实践的 

技能 

态度与

价值观 

个人的 

地方的 

社会的 

全球的 

能力 

父母 教师 

社区 同伴 

幸福 2030 

个人和社会 

协调矛盾

困境 

学生 

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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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采纳意见来影响政策方向（Lingard 等， 2015）。

这类质疑尤其适用于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

要意义和影响力的指令，其影响力堪比任何打着

经合组织 PISA 旗号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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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指出，各大国际组织的全球教育报告具

有合法性，并在国际全民教育动员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但在当今的互联世界，这类报告不再是

唯一的信息来源，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它们的附加

值。与以往的结论一样：较之其他领域（例如卫

生），在教育领域相关的数据和分析方面投资不

足。有意思的是，本文引入了对包括“硬”科学（自

然科学）在内的新学科的讨论。但即便如此，也

远远不能解决不同专家、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关

系这一基本问题。 

 

关键词： 

全球报告； 

全民教育； 

监测和评估； 

数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 4（SDG4） 

全球性报告——无论其主题是教育、还是国

际行动的其他领域，都源于同一个生态位，从而

具有共同的特点。这些报告由多边组织根据其各

自的守则而撰写，来源于国际社会的各种任务和

重点事项。从这一点来说，制度的合法性从根本

上保障了全球报告的重大影响力；而报告也反过

来促成了这种合法性的产生。 

而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全球报告已经确立了

这样一种体裁：篇幅足够，涵盖大量的统计数据

和参考文献，提出有力的论据和建议，但应避免

采取任何党派立场。 

这些全球报告起着促进集体行动的作用，但

其方式往往较为婉转——但是也有一些证据充

分的个案说明其可以直接发挥影响。全球性报告

的目的是促进国家教育方面的政策。 

在教育领域，这种全球关系的生态位还囊括

了类似的其他种类，例如对学生水平的国际调研，

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家等不同级别上所确立的教

育目标。幸运的是，交叉引用和种间交流比比皆

是。 

生态系统具有季节性或周期性，每个新版本

按年度发布。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有似曾相似

或疲劳的感觉。这甚至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提出

本年度的新主题时，会有些令人失望——因为当

我们快速浏览一下老版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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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常谈罢了。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感觉并非公允；因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那么主

题所涵盖的范围、所提供信息的质量以及问题的

普遍性都较之前有明显的提升。现在，全球报告

采用真实窗口的形式，展示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文

本来源。 

甚至可以认为其已经形成一种成熟的文学

体裁。随着编撰校订工作的加强，减少了报告中

的草率理论和其他使用不当的归纳等弊病。但另

一方面，尽量语言简化工作、新颖的咨询图表等

方式使阅读越来越方便，但仍然存在诸多困难。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因素妨碍了最大

的影响发挥作用。我们准备研究的内容，便是作

为全球教育关系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保障其合法

性的生态位，其威胁程度到底如何超出我们的认

识；以及，多边组织应如何适应这种生态位环境。 

重申数据流通和分析的作用 

初期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势头——

现如今，目标受众被持续不断的信息轰炸所淹没，

这与 1990 年召开中天全民教育会议（Jomtie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All）之后发表的第一

批重要报告时信息相对缺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除工业化国家之外，全球教育状况的数

据尤其是定性数据确实存在差距。但即便如此，

目前可用的数据和分析，已足以表明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受教育水平出现了惊人的相对——有时

甚至是绝对——的下滑。全球报告找出这一问题

波及的范围，无疑在动员国际社会方面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丰富繁杂的头脑印象与各式各样新颖

的沟通形式交替作用，其结果可能会产生误导。

与其他领域相比，教育领域的数据仍处于供不及

需的状态。例如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卫生部门，

自 2000 年千年发展目标通过以来，国际社会一

直在致力于改进统计数据和证据。例如，Birger 

Fredrikssen 和 Nicholas Burnett（均为发展成果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在最近的发言中提出了警告，

称全球在教育公共产品——包括数据生产方面

——的投资明显不足。据估计，全球在教育领域

的统计数据/知识的生产方面的支出约为 3％，

而卫生领域为 21％（Burnett，2017 年）。某些

人提出：这种数据缺乏（可能导致盲目投资）和

教育调动国际援助以达到所需水平的能力降低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不能由数字世界中信息无处不在便简

单推理出：如同光学效应一样，教育领域也存在

经验证数据、实用分析数据过剩的情况；而现实

恰好与之相反：该领域存在持久、定量的知识不

足现象，并对目标和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其

本体性不足的情况也值得考究。 

 “硬”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或可消除 

关于教育与数据生产之间的关系，我们常提

及的局限性之一便是其全部——或几乎是全部

——属于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领域。以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为例来作为比

较。IPCC 的报告以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等）

和与之相关的学科（即气候学、生态学）方面的

贡献而享有更多的盛誉；而在教育领域，科学证

据和观点之间则存在着多种不同形式的细微分

离。即使是同为社会领域的不同部门，有关健康

卫生的全球报告也比教育方面的报告具有更强

的科学性，并且公共政策方面的重点事项似乎都

更多地依赖于医学或流行病学等普遍接受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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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学科的结论。 

这可以用来解释近年由于神经科学和发展

生物学的研究进展为幼儿教育的成功发展提供

支持，从而给教育界带来的振荡（Álvarez，2016）。

如今在考虑这些科学的成果时，诸如 Helen 

Abadzi 等教育政策领域的先驱们不仅认识到它

们已广为认可的贡献，而且还将其建议落实到公

共政策中。全球报告在此类重新评估方面也有所

反应。可以看出，尤其是在世界银行的 2018 年

《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中，大脑磁共振成像技术支持了这些进步的实现。

这场运动可谓引人注目，它推动着一场意义重大

的复兴。 

但是，自然科学的贡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神经科学对于儿童早期教育的提倡和教学实践

很有用，但它并不能消除严格的自然科学领域之

外的问题，例如新确立重点政治事项的选择、筹

资和执行。 

最后，即使是存在上述革新因素的情况下，

我们的结论仍然表明：与其他领域相比，教育系

统的知识投资不足，而且针对这种情况尚无法找

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如何处理全球报告能对教育

产生更大的影响，如何提高其动员和指导工作的

能力？ 

关于全球教育目标共识被高估的假说 

我们最初的构想是，随着教育方面的数据、

研究和专业知识的筹集工作增加，其边际收益应

体现出有所减少的现象；这种减少并非来自于数

据和分析的数量或质量方面的观点，而是它们在

公众辩论中能被接受和考虑的能力。 

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 Bruno Latour 在对气

候变化否定的分析中定义了这个问题：“尽管很

久以来[支持气候变化现实的]证据已经比比皆

是，但仍有一些科学家坚持相信可以通过越来越

多的数据和更多的公众教育来解决他们否认的

问题”（Kofman，2018）。 

按照 Bruno Latour 的说法，“[幼稚的人才会

相信]科学事实可以顺应恰当的正确性来运行”。

因此，无论情况多么严峻，都务必关注研究对象

的“当地价值和情况”（Kofman，2018 年）怎样能

/不能让事实和分析能为我们所感知。正如重大

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什么灾难会持续影响教

育政策辩论的主题关键词。例如，美国颁布 1964

年《民权法》时，1966 年的科尔曼报告进入公众

视野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国际层面，失业率

居高不下时，《德洛尔报告》 1（1999 年）促进

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些报告并不是以就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利

或任务等问题达成共识的原则为基础的，而是从

长远的方向重新定义了这些问题。 

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国际组织的全球教育

报告特别是年度报告的主题，而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或《 2030 年议程》的目标的永久性重建。相

反，我们有必要找出是哪些“当地价值和环境”造

成这些报告无法被接收到；并顺便吸纳一些内容

和格式方面的意见。 

的确，就两类态度而言，花费数百页篇幅来

堆砌与维持甚至加剧教育和机会的不平等有关

的统计数据毫无用处：一种态度，是某些价值体

系对于国际目标的（假定的或真实的）敌意；另

一种，则是那些即使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也可能对

公共行动改变现实情况的能力持有的怀疑论。也

许，国家级报告对于改变第一类态度无能为力，

但转变第二类人的态度却是其份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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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我们必须继续

坚持确定实现国际目标的具体方案，并以尽量多

种多样的方案和战略实例，来反对所谓公共政策

无法改变现状的怀疑论。要建立这种反应机制，

大部分工作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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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关注大型国际评估如何在全球教育治

理中发挥软实力。本文认为，尽管学习数据为教

育政策提供了有意义信息，但国际伙伴和政府在

使用数据时需要考虑风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关键词： 

学习评估数据的使用； 

全球教育治理 

从描述性统计到比较驱动政策 

过去 20 年间，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开

展大规模学生评估的国家数量显著增加（教科文

组织，2015）。国际社会大力支持这一扩张形势。

多个国际行动者强调，拥有和有效使用可靠学习

评估数据对于诊断教育部门的健康状况、设计适

当的战略、追踪隐蔽的排斥、促进更强有力的政

治参与以及减少系统的低效至关重要（世界银行，

2018 年；失业保险局，2017）。虽然这类数据极

有可能促进改进教育政策的决策，但作为政策核

心使用时并不是一种中立的技术操作。这类数据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教育系统的分析方式，最终

决定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面（Breakspear，2014）。 

国际学生评估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作用和

影响不断发生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

教育统计数据因其描述性质遭到了猛烈批评。因

为这些数据没有按指标进行国家排名，虽然方法

合理，但相关出版物没有针对系统的投入和产出

展开更为复杂的统计分析（Cussó 和 D’Amico，

2005）。迫于美国的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坚持获取更多学

习比较数据来分析根本性政治改革（Cussó 和 

D’Amico，2005）。经合组织自身也经历了评估

文化的转变，从一开始质疑到后来开始支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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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国际比较。随着教育迅速成为衡量国家经济

潜力的一种方式，促进了对比较数据的追求

（Addey 等，2017）。教育已然成为知识经济的

全球货币，对展示国家的比较优势至关重要

（Addey 等，2017）。 

因此，在国际比较的大力推动下，国际大型

学习评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国际比较按资源

水平进行国家排名，可能会歪曲现实。借比较之

名向排名者施加同辈压力设定国际标准是发挥

影响力的一个有力工具（Martens，2007）。然

而，排名表上的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不同的

技术能力，这可能会扭曲比较：“文化、背景和

组织特点阻碍了直接跨国比较学生成绩

（Wiseman 等，2010:12）。”在依靠国际比较数

据时，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硬数据代表合理性 

正如乌拉圭一位高层政策行动者最近所说，

“只要你用‘PISA 称……’作为一句话的开头，任何

事情都是合理的”（Addey, 2018）。 

学习评估数据的分析和其后的建议越来越

多地用作使教育改革合理化的有力工具。这类数

据需求通常被视为不受争议的客观事实，对政策

制定者而言是一个有力的论据（ Cussó 和 

D’Amico，2005）。这种科学决策法是经合组织

获得成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政策制定者和大众

视 PISA 为 教 育 系 统 绩 效 的 合 法 代 理 人

（Breakspear，2014），经合组织的出版物、研

究、报告和国际比较在分析质量方面享有很高的

声誉，该组织据此制定软监管标准（Morgan 和

Shahjahan，2014）。 

但是决策制定者可以使用学习数据来支持

基于其他理由作出的决策。有时使用评估数据是

为了给解决方案寻找适宜的问题，以此证明已经

存在的政治议程是合理的（Fischman 等，2018）。

Baird 等人（2011）以法国为例提到，为了证明

其已经预见到的改革（重新关注识字和科学为主

的基础学科）的合理性，法国政府在过去夸大了

该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糟糕表现。

有证据表明，乌干达政府使用 UWEZO 评估数据

来支持其议程，以评估结果低为由拒绝提高教师

工资（Elks，2016）。上述政治决策均先于根据

数据分析的建议作出，削弱了数据有效促进教育

政策的作用。 

通过测量确定教育目标 

“我们选择的教育测量内容决定了我们共同

努力实现的教育目标”（Breakspear，2014，第 4

页） 

教育体系的测量内容很重要，因为这可能会

影响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方式。Breakspear

（2014）以 PISA 为例，认为决策制定者开始戴

上 PISA 眼镜来检视其教育系统，这可能会影响

教育的最终目标。Meyer 和 Benavot（2013）同

意这一观点，指出 PISA 确实有潜力左右国家教

育体系的目标和组织结构。课程变化就是最明显

的例子。多个国家（如韩国、墨西哥、希腊、卢

森堡）已经对照 PISA 框架修订了课程，并纳入

PISA 的能力测试（Breakspear，2012）。 

因此，教育目标面临被减化为一套国际指标

的风险。虽然国际指标能够提供学生在某些领域

表现的有用信息，但国际指标不能和教育目的划

等号（Breakspear，2014）。教育终极目标需要

通过广泛的民主审议确定：“教育终极目标的讨

论包括关于什么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什么是受过

教育的人的伦理思考”（Breakspear，2014，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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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无独有偶，Biesta 等人（2007 年，第 18

页）称，“民主社会不会指定教育目的，而是不

断讨论和思考教育目的。”然而，大型国际评估

往往会向各国施压，要求它们按照一系列比较指

标提高分数，因而压缩了民主空间。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 

美国政府的新政策要求国务院和美国国际

开发署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中，提高“在 2 年

级和小学结束时达到最低年级标准阅读水平的

学习者比例”。在 8 亿美元的国际基础教育预算

支出中，如何定义和测量“最低年级标准水平”至

关重要（Bruns，2018）。 

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大型评估的压力越来

越大，因为参加评估往往与发展伙伴的援助条件

挂钩。融资机构要求将学习数据作为评估教育进

展的重要基准（Addey 等，2017）。为此全球教

育合作组织（GPE）将学习数据的可用性（或数

据可用性的改善策略）作为其资助模式的一项要

求（GPE，2017）。此外，各国还利用评估数据

作为证据，为旨在提高学生成绩的项目获取财政

资源（Addey 等，2017；Shamatov & Sainazarov 

K.，2006）。Kijima 和 Lipscy（2016）使用实证证

据表明，实际上参加国际学习评估与提高外国教

育援助有关。 

此外，参加标准化学习评估能够显示各国赞

同全球教育价值观（Knight 等，2012）。《2030

年教育议程》强调改善及测量学习成果的重要性，

并得到了发展伙伴的大力支持（GPE，2017；世

界银行，2018 年）。因此，参加评估本身就是支

持国际标准的过程（Addey 等，2017）。 

尽管学习数据能为教育政策提供有意义信

息，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

缺乏对其使用风险的系统研究。探索这些风险对

于充分利用学习数据改进教育政策的潜力至关

重要。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UNESCO-IIEP）关于使用学习评估数据的新研

究项目将在这方面带来新的视角。新项目将探索

学习数据在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国

家教育规划周期中的使用情况，分析行动者的政

治经济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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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30 年议程框架内制定公共教育政策的挑战：具体行动和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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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进步都取决于其内部政策，因此，政策问题的关联性取决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归根结底，国家的职能是建立一种稳定和保证公民社会生存条件的新的福利

政策（Olssen，2004，第 250 页）。 

 

摘要 

本文认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

当今公共政策设计的重要框架和国际基准，在地

区和地方层级面临重大实施挑战。在教育领域需

要整个教育界的积极参与，而教育界每天面临的

社会和文化挑战很少在国际讨论中得到承认和

重视。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响应目标需要首先认

识到并考虑到地方需求，然后才能实现全球目标

和具体目标。 

 

关键词：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教育； 

公共政策； 

国际合作； 

行动层级； 

地方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当今公共

政策设计的重要框架和国际基准，在地区和地方

层级面临重大实施挑战。在教育领域需要整个教

育界的积极参与，而教育界每天面临的社会和文

化挑战很少在国际讨论中得到承认和重视。通过

制定公共政策来响应目标需要首先认识到并考

虑到地方需求，然后才能实现全球目标和具体目

标。 

国际教育协定的签署国必须采取行动应对

各类需求，并从国际框架的角度解决问题。《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横向上揭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不同方式。议程

的实施要求各国重新解析各机构行动，推动改革

时考虑到每个问题的复杂性。 

许多例子表明，处理复杂的问题意味着强调

经济增长和原住民社区参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

系，从而明确减少不平等；劳动法改革缩小了影

响国内生产总值（GDP）劳动力的性别差距；也

提高了所有男孩和女孩上学的动力。毫无疑问，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构想对各国来说是一项挑战，

因为要应对 17 项目标带来的挑战，需要立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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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相互依存和交叉部门的方案。 

可持续发展议程坚持为跨学科公共政策制

订一个综合方案，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对于要

实现既定目标已经困难重重的发展中国家更是

如此。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在管理

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进程中已经承受了极重的治

理和统治能力负担，要遵守全球议程只会雪上加

霜。 

几十年来，对于如何在体现当地需要和需求

的同时协调和处理好国际协定，以及如何编制相

关指标来反映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人们一直

心存疑问。 

各级协作 

各个行动层级的相互关联和有效合作能够

建立起支持机制。国际合作必须超越空谈，走向

现实，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保持预算目标透明，

并根据目标建立行政、规划和评估程序。 

要使 2030 年议程成为现实，就必须建立一

系列相互交叉、超越国际会议的支持和监测网，

从而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 

联合国秘书长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报告提

出了一个有趣的分析框架，从四个层级界定了国

际协议后续行动和对合作的影响：全球；主题；

区域和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行动

的四个层级如下： 

 全球层级：国际组织充当对话和反馈空

间，各国借此获得技术建议，偶尔还可

以获得财政冲动。国际组织是讨论的中

间人，促进公共信息的传播。 

 主题层级：这个层面需要听取不同的声

音，例如研究所、专家、各部、民间团

体和私营部门。由此产生了一种宝贵动

力，能够促进有共同主题和关注点的行

动者之间的对话并就具体问题的可能

办法和解决方案进行辩论，这也将有助

于全球对话。 

 地区层级：来自一个地区的国家共同价

值观、目标和挑战。他们交换信息，参

加能够知悉自身相关问题的组织。如果

这类组织保持稳定，我们就能了解各个

国家的表现和进步。这方面的一些成功

经验包括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OEI）

和欧洲联盟（EU），它们围绕可持续发

展目标中确定的教育指标建立了对话

机制。 

 国家层级：对各个国家来说，执行全球

目标意味着在其预算范围内安排优先

事项，并根据这些目标制订行政、规划

和评价程序。此外，引入横向视角需要

各级政府之间的协作。 

除了上述四个层级外，亟需增加第五个层级

-地方层级。地方层级系指地理和政治空间，例如

负责将国际协定转变为有意义行动任务的各州

市。国家一级必须采取监测策略管理达成地方目

标的空间。 

监测全球发展蓝图需要至少核实上述五个

具体层级。我们须牢记，国家是各级政府决定以

及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已经制定及为 2030

年议程待制定的公共政策必须响应当地需求，同

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进行调整和修改来作

用全球目标的测量。 

墨西哥的 2030 年议程建设 

在墨西哥，2030 年议程的发展让人们认识

到促进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机构间公共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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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在国际论坛上，墨西哥积极参与资源

动员，就多个事项推进共识，如采用多维扶贫法、

承认移民权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总统办公室，

2018b）。 

虽然议程实施的时间很短，但已经引发了对

国家公共政策的思考，在部门间建立对话来明确

我们期望的国家模式。自 2017 年以来，总统办

公室一直参与各种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委员

会和工作组努力囊括报告进展情况的《启动

2030 年议程的国家战略》（Estrategia Nacional 

para la Puesta en Marcha de la Agenda 2030）所

确定的各种意见。 

教育领域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为目标 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

学习机会。）设计国家指标。这个宏观目标下有

7 个具体目标。其中一个具体目标是到 2030 年

确保所有男女学童完成义务教育，而墨西哥需要

至少完成基础教育。此外出于国家教育系统的利

益考虑，更加注重平等。 

将每个具体目标都转换成体现未来 12 年进

展的指标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州和/或市

一级很少甚至没有开展指标设计工作。 

与教育行动者建立更直接、更密切的沟通是

当务之急。2030 年议程设定了实现地方一级目

标的挑战，着重要求学习中心、学生和教师参与

其中，因为他们每天都面临国际上罕见的社会和

文化挑战。 

此外，获得及时信息刻不容缓，以便更好地

追踪教育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例如，提

供影响教育机会（缺乏教育机会或教育机会差）

的不平等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全球和国

家层级的具体目标必然需要从地方视角出发。 

孤立的行动者没法让墨西哥 400 多万 3 至

17 岁失学儿童和青少年的需求得到关注和满足。

国家和国际监测机制有助于追踪进展、明确取得

进展的组织结构，应当作为连接微观和中观结构

中不同行动者的桥梁。 

结论 

2030 年议程启用新的教育监测框架，标志

着公共问题的处理方式发生了变化，开始为复杂

问题寻找跨领域解决方案。新的行动框架需要各

方行动者的参与、决策人的承诺和更大程度的调

动资源，从而促进教育的公平和质量。 

就关于教育的第四个全球目标而言，为了更

大程度地调动资源，需要推进不间断和可持续的

测量和监测工作，这将影响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

生活。因此，必须把 2030 年议程作为社会多方

行动者的共同责任。 

2030 年议程框架要求在公共政策和各级政

府的教育行动者之间建立联系。墨西哥的各个实

体共同负责行动和教育变革，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4 中取得进展需要关注地方一级的决策和积极

性。简而言之，全球教育议程需要地方建设。能

否将全球教育议程转变为各国教育状况的问责

工具、将具体目标和指标转变为灵活和动态的规

划工具，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发展蓝图、指标和具体目标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有一个全球或国家行动框架

就够了，那么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够。我们需要要

求每个国家、每个州、每个市、每个主管、每个

教师审视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共同责任。如果每个

人都决心制定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长期教育政

策并同时监测和执行短期和中期政策，那么

2030 年议程的具体目标和指标便是一个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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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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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变革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借鉴自身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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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全球监测报告有一个很少触碰的

领域，那就是国际教育交流。虽然对国际高等教

育的公共和私人支助增加了学生接受大学教育

的机会，全球监测报告加大了这一领域的关注力

度，但在评估结果和借鉴调查发现推动政策和实

践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少。高等教育机会对个人和

职业发展、全球劳动力的贡献以及当地环境对高

等教育的影响证据对于了解世界各地的教育发

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学生流动性； 

国际奖学金； 

评估； 

影响 

国际教育领域的全球监测报告（GMR）为全

球教育议程带来了一些主题和专题，加深了我们

对教育目的的理解：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提供者

和教育的最终目的。这类报告和议程有助于形成

全球视角和了解教育专题。但与此同时，全球监

测报告的影响极其有限。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在国际教育前景评估方面取得了进展，尤

其是高等教育和国际奖学金，但仍有许多工作要

做。全球监测报告涉及高等教育的内容非常少。

例如千年发展目标只关注初等教育，让我们这些

中等或高等教育者惶惶不安（Assié-Lumumba，

2015；国际教育研究所，2013）。毕竟，促进可

持续教育最终是为了满足个人培养专业、职业和

技术技能以在全球市场立足的需求。 

自那以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目标 4 现在持

续聚集高等教育（具体目标 4.3）和国际奖学金

（具体目标 4.b）。我之所以重视国际高等教育，

尤其是南半球的高等教育，是因为我对日益增强

的全球学生流动性感兴趣。拉丁美洲尤其需要关

注国际高等教育（Balán，2013）。 

对国际高等教育的支助增加了学生接受大

学教育的机会，促进了边缘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

途径。目标 4.b 和关注国际奖学金的重要性在于，

提供奖学金是提升高等教育机会和平等的一种

方式（Bhandari & Yaya，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

mailto:mmartel@ii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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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2018 年）。事实上，由政府和私人基金会资

助的大型国际奖学金项目已经展现了国际高等

教育奖学金在这个领域的作用（Perna，2014）。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明确当下国际奖学金

的类型（Mawer，2014）。这一前景广阔。虽然

仍有一些传统的国际奖学金项目，如罗兹奖学金

或 J·威廉·福布赖特，但由私人基金会资助的项目

数量大幅增加（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当前定义，

私人基金会资助的奖学金不计入目标 4.b）。奖

学金的既定目标通常是向参加者提供教育或技

术培训，一般是针对特定学科或特定对象提供补

充培训。很多奖学金项目侧重于领导力和社会领

导者或变革推动者的晋升，因为这些人能够利用

奖学金来刺激变革（Martel，2018）。 

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评估结果、干预措施

对政府或非政府的教育政策影响（Mawer，2014；

Martel，2018）以及上述影响因素对国际教育未

来发展的支持或阻碍作用。多年来，国际高等教

育奖学金本身无可厚非，旨在为那些无法接受教

育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甚至可能是具体目

标 4.b 以及教科文组织的延伸定义（强调高等教

育奖学金应重点为那些无法获得奖学金的人群

提供机会）背后的原因。 

但是全球监测报告的结果是否影响了机构，

影响了学习，影响了教育政策，尤其是在国际高

等教育方面？我认为这方面的调查发现极其有

限，原因有四： 

首先，奖学金的结果和影响各异，与高等教

育的目标有关。基础教育在认知技能或学业方面

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而高等教育的结果受环境的

影响更大。正如 Campbell 和 Mawer（2018）所

述，高等教育结果涵盖经济影响、学生推动社会

变革的个人能力。测量国际奖学金结果时也考虑

了领导力的复杂性，以及根据领导力潜力选择奖

学金获得者的影响。归因显得更为困难，因此许

多奖学金项目更注重贡献理论，将机会与影响关

联起来（Martel & Bhandari，2016；万事达卡基

金会，2016）。 

其次，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高等教

育而言，尤其是在南半球的高等教育，一个国家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个人在全球劳动力市

场中获得成功有显著影响（Brown Murga & 

Martel，2017）。如果一名毕业生由于故国经济

环境差而无法找到工作，或者迫于当地社会政治

环境或暴力而决定离开故国，这算是失败吗？如

果高等教育和奖学金的结果常常受到当地条件

的不利影响，就很难明确成功的指标。 

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南半球将国际奖学金

视作一种高压政治和进一步推行西方全球教育

规范的工具。谈及国际教育发展，就会想到新自

由主义倾向，实际上大多数国际奖学金项目是由

北半球的政府和组织资助的（Brown Murga & 

Martel，2017）。虽然南半球享有更多的奖学金

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

导致那些重点资助南半球的项目饱受诟病。这是

国际奖学金需要汲取的另一个重要教训：了解当

地的环境和当地对奖学金的看法和理解，认识到

国际奖学金获得者本身就是代理人，有自己的奖

学金代理机构。 

最后，为了推动教育发展，我认为我们需要

借鉴自身的实践中然后推动教育政策和实践向

前发展。国际高等教育可以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

研究。我们应该先借鉴自己的方法，了解干预措

施如何让个人及其社区受益，然后在全世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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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虽然基础教育实践已经在这个领域取

得了重大进展，但国际高等教育，尤其是奖学金

规划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Dassin，Marsh & 

Mawer， 2018）。高等教育机会对个人和职业发

展、全球劳动力的贡献证据对于了解世界各地的

教育发展至关重要，应当开展有效的实践和技术

探讨。国际高等教育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存在

代表性不足和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全球监测报告

可以在此有所作为，提供战略信息并塑造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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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柬埔寨的情况，并对教科文组织

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教育问责：:履行我们的承

诺》做出回应。该报告建议不同的行动者可以要

求政府对其教育承诺负责。在柬埔寨是很难做到

这一点，因为柬埔寨政府拥有绝对权力，采取了

各种行动来确保本国的媒体、民间团体、教师工

会、学术机构和选民对政府的影响不大。 

 

关键词： 

政府问责；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柬埔寨； 

专制国家； 

腐败 

引言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的全球教育监测（GEM）报告 《教育问责：履

行我们的承诺》就如何问责政府提出了若干重要

和有用的建议。报告指出，问责“始与政府这个

受教育权的主要义务承担者”（教科文组织，2017，

第 18 页），表明公民、民间社会组织（CSO）、

学术机构、媒体和教师工会在让政府负责方面能

发挥重要作用。报告还承认，某些情况下行动者

对政府的影响可能无法达到预期。而柬埔寨一个

极端的例子，柬埔寨的人民“正遭受当代‘盗贼统

治’威权主义者的迫害”（Heng，2018）。本文描

述了《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中提到的行动者为何

无法让柬埔寨政府承担责任，也就是《全球教育

监测报告》无法充分应对的一种特定环境。 

柬埔寨的教育和政治 

2015 年，世界银行重新定位柬埔寨的经济，

柬埔寨由低收入国家上升为中低收入国家。然而

该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受教育机会仍然是该

国贫困人群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世界银行，

2018 年）。 

虽然依照法律政府确保每个公民“有权在公

立学校免费接受至少 9 年的优质教育”（教育法，

第 31 条），但许多公民的这项权利并没有获得

充分保障。虽然柬埔寨即将普及 6 年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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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学教育仍然存在参与率低的问题；在

2016/2017 学年，3 年制初中的总入学率为 55.7%，

3 年制高中的总入学率为 25.1% （柬埔寨教育、

青年和体育部，2017）。 

上学的主要障碍源于家庭的经济负担。家庭

经常被迫向教师支付非官方和非法的款项，而政

府并没有给教师提供优厚的报酬；支付的款项包

括补习费和为取得好成绩而进行的贿赂

（Dawson 2009，Bray 等，2016）。虽然政府最

近加大了教育支出，但很多家庭仍然在支付上述

费用。实际上《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指出，在提

供数据的所有国家中，柬埔寨是家庭占教育总开

支份额最大的国家（2011 年占比为 69%）（教科

文组织，2017，第 284 页）。也就是说柬埔寨政

府没有充分履行其作为受教育权的主要义务承

担者的作用。谁能让政府对此负责？ 

首相洪森从 1985 年开始领导柬埔寨政府。

他因专制政府、糟糕的人权记录和腐败而远近闻

名（人权观察组织，2018)。他的家族成员享有大

量福利，在重要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如警察部门、

法院、议会、媒体、慈善组织（例如柬埔寨红十

字会）和利润丰厚的企业担任重要职位。他所在

政党柬埔寨人民党（CPP）的官员也享有特权和

财富（全球见证组织，2016)。 

虽然最近的政治运作增强了洪森的权力，但

是柬埔寨人民党在 2013 年的全国大选中失去了

相当数量的议会席位。柬埔寨人民党赢得了 48.8%

的选票，而主要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CNRP）获

得了 44.5%的选票。这是人民党自 1998 年以来

获得的最糟糕的选举结果。为了堵住人民党批评

者的嘴巴，新任命的教育部长发起了一项教育改

革（Khun，2016；Phalla，2016）。改革包括防

止国家考试作弊、增加教师工资和教师培训机会。

与此同时，柬埔寨人民党试图为了 2018 年 7 月

的选举从战略上排除异己。2017 年，由柬埔寨

人民党控制的最高法院解散了柬埔寨救国党，该

党 118 名高层被禁止参政。柬埔寨人民党因此在

2018 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全部议会席位，无任何

实质的反对意见，洪森宣布他至少要再继续执政

10 年（洪森近期政治运作的更多信息见 Hang 

2018）。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不仅是政客，而且《全

球教育监测报告》中认定能够让政府为提供教育

负责的行动者也受到了攻击。 

媒体 

柬埔寨政府猛烈打压新闻界。选举前，政府

取消了多个独立广播电台，关闭了多家报纸，其

中包括一家英语报纸《柬埔寨日报》，该报被称

为“柬埔寨最独立的报纸之一”（Tostevin & Prak，

2017）。事实上，《柬埔寨日报》经常督促政府

对教育负责。报道的文章包括“教育部应该改善

公立学校，而不是关闭私立学校”（Clairmont，

2014），“教师应该得到比几袋大米更好的工资”

（Pheng，2014），“我们需要探讨腐败对学生的

负面影响”（Phoak，2014）。选举前不久，一些

独立媒体机构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也被政府

屏蔽（Prak，2018）。 

民间团体 

柬埔寨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家也受

到了打压。2015 年，政府颁布了《社团和非政府

组织法》，允许政府不正当地控制和审查民间社

会组织的活动。依据《社团和非政府组织法》，

一些民间社会组织被无端关闭或暂停。一些对政

府持批评态度的活动人士和民间社会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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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和/或被迫离开柬埔寨（人权观察组织，

2018）。最糟的是政治和社会分析人士甘磊（Kem 

Lay）被谋杀，他是柬埔寨知名的评论员，曾批评

政府的腐败和侵犯人权行为，还批判了政府的教

育政策。2012 年，甘磊发表了其团队关于全国

考试作弊猖獗的调查报告，向政府施压要求进行

教育改革（Kem 等，2012）。报告显示，多名教

师收受贿赂为考生提供考试作弊的机会。虽然甘

磊建议政府提供适当的薪酬来提高教师的职业

道德，但是教育部的高层并没有对该报告给予太

多关注（Chhay，2012）。此后的 2016 年，他在

媒体上严厉批评洪森家族的巨额财富后被暗杀

(人权观察组织，2018)。 

教师工会 

政府还针对柬埔寨最大的教师工会柬埔寨

独立教师协会（CITA）。柬埔寨独立教师协会经

常谴责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强烈要求政府提高教

师工资。但是柬埔寨政府指责该组织的领导人和

成员未保持政治中立（Titthara & Worrell；2014；

Yon & Daphne，2018）。此外，几乎所有公立学

校的校长都是人民党成员，教师经常被迫加入人

民党（Yi，Pheng 和 Lowrie, 2003）。这种情况下

柬埔寨独立教师协会对政府的影响有限。 

学术机构 

由于柬埔寨无法保证学术自由，当地的研究

人员也无法有效地对政府施加压力。大学教授和

学生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严格受

限。例如，公立大学皇家法律与经济大学禁止学

生从事 14 个政治敏感话题的研究，包括土地纠

纷、劳动纠纷和柬埔寨红十字会（柬埔寨人权中

心，2013）。虽然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明显外部

压力，但是大多数学术机构出于自我审查和害怕

报复考虑不愿从事重大政治话题研究。与此同时，

研究人员很难获得可靠的政府数据，因为主管部

门试图掩盖负面信息，甚至威胁索要信息之人

（Pou 等，2016）。 

公众 

在选举和社会运动期间，公众的意见也受到

了压制。2013 年的选举中公民流露了对政府缺

乏责任感的不满。年轻一代尤其如此，他们的投

票率特别高。实际上在 2018 年选举时，大约一

半的注册选民为后红色高棉时代的婴儿潮一代

（Chansopheakvatey，2018）。由于这些年轻人

对腐败的容忍度比他们的父辈低，他们将是促使

政府承担责任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Khun，2016； 

Wilson，2016）。年轻人对待政府的态度还可能

会影响他们的父母，因为父母认为孩子受过更高

的教育，更有见识（Wilson，2016）。然而，随

着选举的临近，个别选民渐渐地不愿意参与反政

府抗议和讨论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同

龄人，甚至是海外的柬埔寨人都受到了政府的逮

捕威胁，社交媒体被屏蔽（Chansopheakvatey，

2018，Whitehead，2018）。因此，许多人选择

了维持现状。 

结语 

由于柬埔寨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全球教育

监测报告》中提出由不同行动者问责政府的建议

不太可行。如果柬埔寨行动者看了该报告（已被

翻译成柬埔寨语），他们会问，“我们知道自己

的作用，但怎么样才能真正地发挥我们的作用

呢?”与此同时，柬埔寨政府要么对《全球教育监

测报告》的建议兴趣寡然，要么会强调《全球教

育监测报告》根据 Dahlum 和 Knutsen（2017） 

以古巴为例的文章（第 193 页）指出：“即使是



 

40 

缺乏民主治理和没有充分重视舆论的社会，教育

质量也可能很高”（第 22 页）。柬埔寨能成为一

个提供优质教育的专制国家吗?我们可能需要讨

论该政府如何在没有民主约束的情况下对教育

承诺负责。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不可能逐一阐述每种

可能的教育情境，而本文试图至少阐明其中一种

情境。从柬埔寨的情况来看，以后的研究应当聚

集如何问责专制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当今全世界

的民主正日益陷入危机时（Levitsky & Ziblatt，

2018；Mounk，2018；Snyd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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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全球报告和国际评估的教育政

策建议对墨西哥教育改革议程的影响。在分析墨

西哥最近一次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本文展示了报

告和评估的建议是如何在 2013 年促成了一场大

规模的教育改革，但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多家多

边组织和国际组织强加的改革，五年之后这场改

革仍然悬而未决。 

 

关键词： 

教育政策； 

教育改革； 

全球化； 

问责； 

标准化； 

评估； 

墨西哥 

引言 

全球报告和国际教育评估对各国教育改革

议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几十年来，报告和评

估文件提供了大量信息，对引导全世界的教育政

策设计具有参考价值。在统计信息方面，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教育展望（2012 年

和 2017 年）定期发布指标来测量教育系统的发

展。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得以评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情况。加之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 世

界银行，2018）的报告，自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数据来改善教育。 

上述国际报告和评估所提供的信息使提升

透明度和问责制成为可能，因为它们与优质教育、

放大弱势群体声音挂钩的改革议程保持一致，制

订的指标赋予了公民和政府之间关系新的意义，

形成了类似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尤其是在发展

中国家（Bruns，Filmer & Patrinos，2011；Banco 

Mundial，2003；Read 和 Atinc，2017；Tamatea，

2005）。 

虽然这类教育改革议程具有建设性，但有人

指出报告和评估的建议是有害的。支持全球教育

改革运动（GERM）的人认为，全球报告和评估

“像流行病病毒一样传播和影响教育系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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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lberg，2012）。从这个角度来看，与新公

共管理相关的行政行为和决策的应用和扩张使

得我们采取了有害措施，包括标准化教学和优先

掌握一些能力（语文和数学），但影响了其他能

力，尤其是艺术和人文相关能力（Henry 等，2001；

Grimaldi & Serpieri，2014；Sahlberg，2016；

Parcerisa & Falabella，2017；Verger，Parcerisa & 

Fontdevila，2018）。 

建设性与破坏性：墨西哥的教育改革 

这类报告和评估对一个国家的国家政策会

有怎样的影响?墨西哥直到 2000 年向民主过渡

之前，国家和国际评估中的学生表现信息一向被

视为国家机密。因此公开墨西哥学生在 PISA 等

评估成绩的决策震惊了整个教育体系。2002 年，

国家教育评估研究所(INEE)成立，旨在提高教育

部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成为报告和评估的储存

库，此后成为国际学习评估的组织和实施机构。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墨西哥新总统最近宣布

叫停国家教育评估研究所和教师职业服务法

（Servicio Profesional Docente，SPD）的背后因素

涉及国际报告和评估 （Roldan，2018）？如果要

分析 2013 年的教育改革，就不可能不提及全球

报告和国际评估。首先，墨西哥 15 年来公布学

生在 PISA 等国际评估项目中的成绩为教育在

2012 年总统大选中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基础，

从而在 2013 年出台了教师职业服务法，宪法赋

予了国家教育评估研究所自治权。 

而经合组织和泛美开发银行（IDB）的建议

无疑也影响了 2013 年的教育改革设计。虽然这

些建议不是全球报告的一部分，但它们与主张质

量、透明度和效率观点之间的联系是不容置疑的。

例如，泛美开发银行（BID，2006，第 13 页）在

2006 年指出，低质量教育系统是“教师专业能力

有限”的产物。2010 年，经合组织（OCDE，2010, 

第 10 页）呼吁实施教师绩效评估，为出台教师

职业服务法奠定了基础，教师职业服务法是进行

改革的最重要制度，至少从话语层面设定了教师

服务的入职和流动性标准。 

教师职业服务法怎么会在出台 5 年后就遭

遇反对，墨西哥新总统怎么会考虑关闭国家教育

评估研究所？如果考虑到改革前教师入职和晋

升管理和监督职位取决于教师对全国教育工作

者联盟（Sindicato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Educación，SNTE）的忠诚度（Sandoval，2016；

Ornelas，2008 和 2010，Muñoz，2008），就有

可能了解竞争性考试和强制性教师业绩评价对

教育系统的影响。事实上，教育改革受到质疑并

非巧合，而是由于改革影响到了利益，各路政治

行动者利用了教师的不满情绪。 

由于教育改革重新设定了国家和全国教育

工作者联盟之间的社团主义联系，具有政治性

（Rojas，2018a），因此教育改革实施起来困难

重重，尤其是在恰帕斯州、格雷罗州、米却肯州

和瓦哈卡州，这些州是全国教育工作者联盟的反

对方全国教育工作者协调会（Coordinadora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Educación，CNTE）

的大本营。这是不小的阻力，按照当前进度计算，

在瓦哈卡和米却肯州实现对所有教师的强制性

绩效考核将花费大约 100 年的时间，而不是法律

规定的 4 年,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认为改革是一

种惩罚措施，侵犯了他们的劳动权利（Sánchez & 

del Sagrario，2015）。 

因此，当时的总统候选人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利用这一情况，借助教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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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推动聚集取消教师职业服务法甚至国家教

育评估研究所的教育改革议程（León，2018）。

然而，这些提议不再仅仅是竞选承诺（Rojas，

2018b）。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莫雷纳党（当选总

统所在的政党）议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倡

议，就可以了解全球报告和国际评估是如何证明

取消 2013 年改革措施决策的合理性。例如，

María Chávez 倡议（2018）取消教育改革，因为

这是一个“反国家项目”，旨在将教育变成一个传

播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

合组织）倡导的 “新劳工文化”之地 (Chávez，

2018，第 2 页)。 

结语 

全球报告和国际评估提出的建议对发展中

国家实施可持续改革议程是把双刃剑。一方面，

没有报告和评估提供的信息，教育很难成为公共

议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实施建议时不注

重与相关行动者开展真正的对话，不提升技术能

力，对新政策的不满将导致反改革倾向，抹灭已

成定局的事情，比如墨西哥在 2013 年推动的宪

法改革很可能即将成为历史。 

然而，全球报告和国际评估中的信息本身不

是有害的或令人困扰的。相反，这些信息的建设

性或强制性取决于行动者如何解读发布的数据，

如何根据这些数据制订政策，以及如何执行这些

报告中提出的一般性和具体建议。通用方法往往

会忽视制订和执行教育政策的背景环境，因此在

全球基准基础上额外制定具体的建议并指明中

长期实施途径就变得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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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位教育工作者对 2009 年墨西

哥政府在 PISA 测试中所采取的宣传策略的第一

手看法。表面上是为了提升人们对国际学生评估

项目（PISA）的认识，但根本目的是提高测试分

数。这一策略的关键要素包括提供教学材料，向

教师和学生提供免费注册视频会议和私营教育

平台上的在线备考课程。 

 

关键词：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瓦哈卡州； 

墨西哥政府； 

全国教育工作者联盟； 

教育差距 

本文介绍了高中教师和校长为学校申请一

项国际评估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第

一手经验。PISA 也许是最受欢迎的国际学习评估

项目，自 2000 年以来，墨西哥每三年进行一次

PISA（Aguilar & Cepeda，2005）。我在本文中介

绍了我作为一名教师和校长对 2009 年测试的体

验和观察。2007 年到 2012 年，我在墨西哥瓦哈

卡州西南部特旺特佩克地峡的一所私立高中工

作。本文展示了评估测试在瓦哈卡州的应用，根

据官方报告，该州在教育质量方面一直排在最后

三位（Díaz 和 Flores Vázquez，2010）。瓦哈卡州

是墨西哥最贫困的三个州之一（De la Torre 

García，2016）。该州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有具复

杂性：它由 8 个地理区域和 506 个市组成，其中

一些区域地处偏远，有大约 18 个土著民族。这

份实地经验报告可作为其他关注全球教育监测

报告及其影响的研究、统计或解释性研究的实例。 

2009 年，包括我所在学校在内的一些瓦哈

卡州高中收到了瓦哈卡州公共教育学院 （IEEPO）

的邮件，告知了当年 PISA 测试的实施情况，以

及学校被选为瓦哈卡州多样化（和偏远）地区代

表性样本（Quadratin，2009）。我偶然得知此邀

请后，向学校主管表达了我的激动心情和参与的

愿望，希望做出相应安排来确认注册信息。 

虽然我很高兴像 PISA 这样的国际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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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墨西哥这个相对偏远的地区进行，但学校

主管却兴趣恹恹。实际上主管表现相当冷淡，而

且他认为 PISA 是由富国或为富国举办的评估项

目，不会反映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偏远和文化多

样化地区的教育现实。但是他同意学校参加评估。

当我通知教师员工我们学校会进行注册时，他们

完全不知道 PISA 的性质、申请和意义。在试图

说明评估范围的过程中，我只是让我的同事们产

生了一种期待感，好奇学校会不会发生什么特别

的事情。 

确认参与评估后，学校代表需在瓦哈卡州首

府的私立大学（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学院

（ITESM））当地校区参加初步介绍会（SEB，2011）。

会上我看到我所在地区（地峡）其他学校的几位

管理人员，我注意到召集的学校有一个共同点：

评价高、享有一定的教育质量声誉、大多数学生

达到了理想毕业标准的机构。 

第一次会议是通过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

学院远程教育网络召开的视频会议（Bécalos，

2009）。事实上，信息大多都是通过视频会议提

供的，我们收到的书面资料很少。立刻引起我注

意的是演讲的语气：温和、耐心、明确的成果导

向。一名负责在职教师培训的联邦政府官员担任

主持人，在会上大体介绍了教育评估的理念，尤

其是 PISA 测试。介绍了 PISA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经合组织）的起源、诊断特点、使用的测

试项目类型、收集的信息以及分数的意义（SEB，

2011）。介绍会重点介绍了评估内容和结构，因

为会上针对 PISA 的评估内容和不评估内容给出

了对照表（SEB，2011）。 

会上还强调了正确回答测试题目的关键程

序。我们了解到，学生需以非常规的方式来解答

测试题目。也就是说 PISA 是一项特殊测试，测

试题目与传统意义上的考试（即记忆测试或基本

测试）相去甚远。由于传统考试答案不能满足

PISA 测试的要求，我们的学生需要熟悉“PISA 式”

测试题目（Pólito Olvera 等，2011）。因此，学

生需要练习特定程序，为 PISA 作好准备。例如，

阅读理解和文本处理有三个关键要素：1）从文

章中检索信息，2）解读文本，3）对文本进行价

值判断和 /或将其与日常生活情境联系起来

（Falabella，2008）。 

视频会议此时反复说明我们与会的人要了

解如何让学生熟悉 PISA 式问题来提高学生完成

评估的能力，尤其是阅读方面的问题，因为在阅

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2009 年 PISA 测试侧

重阅读 （Aguilar，2005）。我们获悉，学校会收

到印刷版和数字版的学生和教师手册（Falabella，

2008），教师可以让学生完成练习题和查阅具体

的参考文献。还会为教师开设一门在线课程，让

他们更好了解 PISA，更好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

这个在线课程明显是要训练我们理解测试内容，

让我们了解到 PISA 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并不需要

用传统的方式来“学习”应试，而是要展示他们的

能力（SEB，2011）。 

视频会议最后称，取得最高分的学生将获得

平板电脑和音乐播放器等奖品和礼物是虚假信

息，因为 PISA 采取匿名制，不会透露考生的个

人数据。这次测试如同一场“庆祝活动”，鼓励我

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公开宣布我们学校将参加

此次测试。 

视频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名

与会者表示，他不赞同只关注取得预期测试结果。

他指出，2000 年墨西哥的考生没有获得 PIS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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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要求的分数（Vidal，2003），也就是说相

当于获得了 0 级。主持人认可这个说法并解释

说，此次目标是让学生在我们的帮助下获得至少

200 分来实现近期目标：至少达到 PISA 2 级标准

（SEB，2011）。 

随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介绍了数字平台，教

师和学校当局通过这个平台接受培训，熟悉测试

的性质和 PISA 式测试题目。根据规定，Bécalos

基金会向申请了 PISA 测试的教师发放奖学金，

平台使用费用从奖学金中扣除（Bécalos，2009）。

获得访问代码并了解了平台操作情况之后，再次

鼓励我们“宣传”此次评估的意义及其与墨西哥

教育成就诊断的关联性。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最

负责的教师，即在平台使用方面表现最好的教师，

将获得一次国际培训体验：西班牙一所大学的暑

期课程（ESMAVALLES Noticias，2011）。接下来

几个月里，教师完成了重现并解释“PISA 式”练习

的每周培训活动。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作业，

通过虚拟平台收到老师的反馈。 

终于到了测试的那天，还是遵循瓦哈卡州的

惯例，专门负责测试的人员带着密封的评估卷和

应试学生名单来到学校。学生名单基于墨西哥官

方人口登记处（唯一人口登记代码 CURP）信息，

都是 15 岁的学生。我们把这些学生安排在一个

专门房间，学生在规定时间完成测试，现场没有

任何教师或其他见证人，只有那位专门聘请的考

官和学生呆在一起。学校主管需完成一份问卷，

我注意到问卷涉及基础设施、教师培训和其他学

校管理内容。测试进行得很顺利。 

测试后，我们等待结果。在一次教师会议上，

我提到来自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参加 PISA 测试很

重要，他们的参与对提供本地区学生信息也很重

要。然而，直到第二年 OECD 发布报告后，我们

才得知结果。我们发现，瓦哈卡州的教育质量再

次“低于平均水平”（Díaz & Flores，2010，69），

是墨西哥教育质量第四低的州（Díaz & Flores, 

2010）。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次经历显示出联邦和

州教育部均“承受压力”，要确保 2009 年 PISA 的

分数不低于 2006 年 PISA 的分数。这些部门在面

对 PISA 测试时呈现的微妙压力和成绩需求是显

而易见的。甚至他们的成功策略也是依赖媒体，

更像是做广告而不是搞教育。其他倡议往往采用

严格监管来展现基于义务的绩效（SEB，2011），

而本次视频会议和印刷材料 （Pólito Olvera 等，

2011）却采用了亲切易懂的民族主义话语，让

PISA 的实施和学生备考工作听起来是可行的。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公共教育基本上

由全国教育工作者联盟（SNTE）第 22 区和全国

教育工作者协调会（CNTE）掌控的地区，这是最

不情愿遵从政府倡议的两个组织。这种情形下却

没有遭遇如此后实施联邦教育部（PLANEA）设计

的学生评估项目或教师评估项目时遇到的公然

反对（Ornelas，2013）。但是提高 PISA 成绩达

到的公共和私人资源协调范围和效率不太可能

复制，用于解决瓦哈卡州类似甚至更紧迫的教育

需求，例如覆盖率、教育基础设施、管理、教学、

和获取资源和教材，以及其他教育顽疾。因此有

必要问一问，为什么能建立和实施一个广泛的推

广机制来在瓦哈卡州所有地区实施 PISA 测试，

为什么不能实施类似的策略来满足瓦哈卡州学

校及其青少年的迫切需求和缩小学习差距。 

以上记录的是我身为瓦哈卡州地峡区一名

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想法。八年后的今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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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雷塔罗州的一位校长，我会继续关注PISA评

估对墨西哥教育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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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智利的教育政策，特别是 2015

年到 2018 年为改善教育系统的社会公正、学校

全纳性和教师素质方面所进行的改革。还重点介

绍了沿袭军事政府（1973-1990 年）的市场政策

及其对教育成果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相应影

响。此外本文还指出，国际报告和评估意见促成

法律通过批准，这些法律旨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

性的体系，让教师接受更好培训和拥有更好的工

作条件。 

 

关键词： 

教育成果和标准化测试； 

选择性与学校全纳性； 

教师培训； 

教师职业发展 

自 2000 年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

组织）的宗旨和报告，以及智利经常参加的比较

评估结果成为影响智利教育政策最重要的国际

资源：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TIMSS）、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

估实验室（LLECE）实施的项目。《全球教育监测

报告》（GEM 报告）虽然不会直接促进政策制定，

但是会引发教育问题的讨论，诸如性别平等、教

师质量和培训或全纳性课堂等。引发上世纪 90

年代政策讨论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指南在

随后几十年里的影响大不如前。本文介绍了最近

出台的教育法，该法旨在解决智利教育体系中优

质教育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和教师的工作条件和

培训缺陷。为此，我提到了有助于诊断问题的主

要国际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04；经合组织，

2014； Santiago， Fiszbein，García Jaramillo & 

Radinger，2017），以及解决政府资助教育系统

内与教师工作条件和培训相关问题的机制。 

智利教育体系的不平等 

1990 年智利恢复民主后，教育部门实施了

一系列改进项目，旨在加强基础（小学和初中）

和高中教育、提高教师工资、增加培训项目资金、

更新学校课程、支持社会经济状况不佳地区的学

校（Cox，2003）。然而，这些项目并未动摇现

有的市场政策，如针对每个学生的学券资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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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种市场导向对实现“全民”优质教育的影

响。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的共享学校

融资加剧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使得公立学校

和接受政府补贴的私立学校的运营呈现差异化

体系。后者可以收取额外费用，但完全免费的公

立学校却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虽然公立学校必

须用每个学生的补助（学券）来贴补运营成本，

而政府补贴私立学校还可以获得家庭的额外资

助，从而改善教学条件。此外，区分于公立学校

的一点是政府补贴私立学校可以挑选学生。也就

是说与公立学校相比，政府补贴私立学校拥有更

好的办学条件，外在表现就是在全国标准化测试

中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这种教育市场状况导

致公立学校入学率下降，只有那些社会经济背景

极差的儿童还留在公立学校。但凡有能力转学的

家庭都会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到政府补贴的私

立学校，截止 2016 年，公立学校在补贴学校体

系中的占比跌到了 39%。 

2016 年，智利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充分反

映了他们的学习成果，而社会经济地位又与他们

就读的学校类型有关。确切地说，就经合组织的

社会经济平等指数来看，2015 年国际学生评估

项目（PISA）的阅读和数学结果显示，在所有参

与国家中，智利和其他四个拉美国家的不平等程

度最高（经合组织，2017）。早在 2004 年，经

合组织应智利政府要求进行教育政策审查中就

预见到，智利教育部门的市场政策会产生不良影

响（经合组织，2004 年）。 

公众也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影响。2006 年，

对教育系统未能为“所有人”提供同等机会的失

望情绪引发了一系列学生抗议。从那时起，各届

政府做出各种努力来解决最严峻的教育问题及

其结构基础。然而，直到米歇尔·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再次当选总统（2014-2018

年）才通过立法全面地解决教育体系中的优质教

育和不平等问题。 

《全纳法》（20.845，2015） 

根据《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教科文组

织, 2009）和经合组织（2004）提出的建议，2015

年的《全纳法》关注两个中心目标。第一，终止

国家资助私立教育的比较优势，为此禁止家庭提

供货币资金或额外付款，从获利机构撤资。因此，

2015 年的法律肯定了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国

家资助教育的原则，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

校。此外，法律还赋予教育当局管理新开学校的

权利，避免在教育覆盖率高的地方增加教育服务

供给。 

第二个目标是减少按学校类型划分的社会

经济隔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纳法》禁止

根据家庭背景或入学考试成绩挑选学生。为落实

这项规定，已设立了中央网上申请系统，申请系

统允许家庭最多选择三所学校，根据学校空位进

行分配。同样地，在招生过程中，学校必须接受

所有申请人，直到无空位。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学

校和有学术选拔传统的中学，这些学校可以选拔

最多 30%的学生。除某些例外情况外，《全纳法》

还禁止因学业成绩低或纪律问题而开除学生。 

本质上，正如法律所述： 

“该系统将协调教育机构接纳具有不同社会

经济、文化、种族、性别、民族或宗教背景

的学生。”（20.845，2015；笔者翻译）。 

教师的工作条件 

教师的培训和工作条件是实现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尤其是在优质教育方面。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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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智利的教师培训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一

直在大专或大学层面进行，但各类培训项目质量

一直饱受争议和批判。确切地说，核心问题是表

现最好的毕业生不用参加教师培训。 

一项对教师工作 15 年后工资的调查发现，

智利的工资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经合组

织，2017），尽管有与学校成绩相关的经济激励

措施，在过去 20 年里通过标准化测试和教师对

课程内容掌握的自愿评估结果来衡量学校成绩。

根据班级规模和教学时数与非教学时数比例计

算的教师工作量也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经

合组织，2017）。2015 年，智利的平均师生比为

1:30，最高达到 1:45，经合组织的平均值是 1:23。

75:25 的教学与非教学时数比例和年教学时数比

例既不符合经合组织（2017）的平均水平，也不

符合《全球监测报告 2013/4：教学与学习：实现

高质量全民教育》（教科文组织，2013/2014）等

国际文件确立的原则。此外，尽管公共体系对教

师进行了绩效评估，但其与职业发展并不一致，

也不适用于在补贴私立学校工作的教师。 

《教师职业发展法》（20.903，2016） 

2014 年，一个由不同民间社会团体组成的

联盟已经开始讨论上述工作条件，准备提出一项

主要倡议，旨在强调教师对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Plan Maestro，2015）。经合组织题为《教师

的重要性》的报告（经合组织，2005）和侧重教

学的《全球监测报告》（教科文组织 2013/14）

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支持。民间社会团体联盟在总

体规划和这些国际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与智利教

育当局进行的分析共同促成了 2016 年 20.903 号

教师职业发展法。这项立法对教师培训做出了重

要改进，确立了一条有良好工作条件加持的职业

发展路径。也就是说，20.903 号法律响应了经合

组织“吸引、培养与留住有效教师”的号召（经合

组织，2005）。 

关于初级教师培训，该法规定，必须通过外

部认证的大学课程进行初级教师培训，在 2017

年至 2023 年期间逐步提升教育学位的入学要求。

在培训结束的前一年进行外部诊断测试来监测

培训课程质量。 

关于教师工作条件，新法的核心内容是实施

五级职业阶梯。其中三级是强制性的，余下两级

是可选的。在第一年实践中，新教师必须得到指

导支持，指导结束时正式进入第一级职业阶段。

四年实践后，对教学能力和知识进行评估。通过

评估后，教师可以进入下一个四年阶段（“初级”

阶段），然后再经过四年实践，进入“高级”阶段。

这三个阶段是教师职业阶梯的强制阶段。教师也

可以选择进行两个最高等级评估。除了引入职业

阶梯，该法还引入了分阶段减少教学时数与非教

学时数比例。2016 年，这一比例设定为 30:70，

2019 年调整为 65:35。为了吸引更优秀的教师，

教师职业生涯的初期薪酬提高了 70%。此外，虽

然评价标准仍然以现有一般技能框架为基础，但

是扩展了每级职业阶梯的教师绩效评估内容，包

括与其他教师和家长协同工作、学校领导力、课

程材料开发、研究与创新、参加职业发展活动的

证明。 

结语 

毫无疑问，智利的新立法遵循了国际组织的

建议，即所有人应享有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当

前的边缘化人群，同时为使学校更具包容性铺平

了道路。为了提高教育的整体质量，立法还增添

了教师培训的要求和机会内容，改善了教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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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件。上述修订符合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创造有利条件的国际建议。然而，为了有效地朝

这个方向迈进，智利需要为在全纳课堂进行有效

教学创造条件，这需要外部培训的支持和校内所

有利益相关者加强合作，还需要持续评估进展情

况和关注执行方面的问题。为此需要学校的良好

领导力和教育当局的重点监测，从而促进地方、

区域和国家各级学校之间的合作学习。 

有一个仍未解决的争议问题是要改变以市

场为基础的竞争政策体系，该体系采用学生（学

券）融资模式、过度应用标准化评估，对学校造

成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机构需要更加

积极主动地展现教育系统过分市场化对平等和

社会公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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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将国

家学校政策与全球教育监测报告（GEMR）等

国际监测机制相结合的承诺。强调了《南非

学校法案》（1996 年）中的规定和方向，例

如 1994 年后在南非真正建立两级学校教育

制度。本文指出，最近出现的公私合营模式

的贫困人群教育将影响南非进一步践行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1 的承诺。 

 

关键词：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资助和南非教育政策发展； 

国际政策压力 

引言 

南非基础教育部（DBE）部长安吉•莫彩

卡（Angie Motshekga）在最近的 2018/19 财

年基础教育预算投票讲话（RSA，2018）中，

明确表达了南非支持全球教育议程各项目

标的承诺。她表示： 

我们（已经）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纳入《2019 行动

计划：面向 2030 学校教育》，从而实现

我们的《宪法》和《2030 国家发展计划，

2030 年愿景》（RSA，2018）中所述的

教育长期愿景。 

她认为，南非的教育政策（学校教育）

与全球政策密切相关： 

因此，《宪法》、《国家发展计划》（NDP）

以及大陆和国际公约为政府施加了道

德责任和强制性义务，让所有公民都能

获得矫正、公平、有效、包容和高质量

的教育机会（RSA，2018，原文重点）。 

这明确表明诸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等全球框架在南非教育规划中的重要性，而

且重申了南非践行矫正、公平化和扩大受教

育机会的最初承诺。 

总统府部长在南非统计局的出版物

（2017）《2017 年南非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基线报告》中所作序言“规划、监测和评估”

mailto:yunus.omar@uct.ac.za
mailto:azeem.badroodien@uct.ac.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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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 

“……为了加快可持续发展和实现联合国

2030 年议程，我们所有的讨论和行动必

须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中心（南

非统计局，2017，第 6 页）。阐述这种

“中心地位”时，序言指出，“自可持续发

展目标提出以来，我们现在面临前所未

有的加快南非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机遇”

（同上）。 

本文讨论了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

的性质，探讨了可能破坏当前思路的最新发

展情况，例如在南非一个省内出现的情况及

其采用的公私合营教育模式。本文认为，

1994 年以后学校的筹资助规范已经对南非

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共处带来了巨大挑战，

目前的公私合营发展可能会进一步阻碍未

来的进展。 

获得高质量和免费教育的机会 

自 1994 年以来，非洲国民大会（ANC）

的教育政策可以说一直以妥协为特征，这主

要是与南非 90 年代初向民主统治过渡有关，

此处不作讨论（ANC，2017）。但是鉴于几

个世纪以来的殖民统治以及随后几十年在

种族隔离制度下形成的种族资本主义经济，

1994 年民主秩序的出现仍然让那些无地产、

未受良好教育、就业边缘化和受政治排挤的

大多数人有了盼头，最终促成了重要的政治

承诺和进程。例如，1996 年出台的《南非学

校法案》（SASA）“废除了种族隔离教育体系

下的多项带有种族歧视的教育法”，引入了

明显 “有利穷人”的基础教育体系（Vally，

2018，第 43 页）。 

关于新一届民选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Ahmed 和 Sayed （2009）发现 1994 年以后

有资助限制，也就是说不能免费提供教育，

因此南非许多公立学校通过收取学费来筹

集额外资金，作为国家资助的补充： 

教育挑战是这个新兴国家为改变南非

社会各个行业的巨大不平等性而进行

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

南非政府在教育私有化方面采取了特

殊的政策路径，重点是允许公立学校收

费（Ahmed & Sayed，2009，第 204 页）。 

南非为此在 20世纪 90年代引入并实施

了财政限制（允许收取学费），这可能会削

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1 的能力，即“到

2030 年，（我们应）确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

费、公平、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并取得相应

有效的学习成果。”  

诚然，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2017/8 摘要

提出“政府、捐助者和家庭是教育资金的主

要提供者”，“目前教育经费不足，在谁应该

提供更多资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UNESCO，

2017，第 50 页）。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4.1 的核心在于南非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

资规模。自 1994 年以来，国家似乎更为依

赖私人资金（学费），表明其承诺相当有限。

关于这一点，Amsterdam（2006）提到，由

于 1994 年后的经济政策选择主要关注增长

模式，结果是基础教育部的善意愿景总是受

制于一些难以抉择的优先事项。 

上述教育预算投票讲话（RSA，2018)中

明确提到了这一挑战，基础教育部长表示： 

为了实现教科文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提

供平等的教育服务。我们仍然面临着巨

大的不平等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我

们已经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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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非来说，如何利用现有资金提供最

好的教育服务始终是一个挑战。为此南非

1998 年出台《国家学校经费规范和标准》

（NNSSF）政策，制定了重新分配资金资源

的法律基础，按财富五等分学校并给予相应

的补贴。基本理念是为贫穷和困难学生所在

学校提供更多规范和标准分配，补偿缺乏其

他收入的学校。这被认为是一项有利于穷人

的政策，1996 年《南非学校法案》第 34 条

规定，公共收入资助的公立学校应确保学习

者正确行使受教育的权利，并通过更公平的

资助机制纠正过去教育供应方面的不平等。

因此，规定（作为法案的一部分）地方和个

别学校管理机构（SGB）可以通过学费和筹

款活动来补充国家资金（Motala & Pampallis，

2002）。 

然而，上述模式的问题在于，其立足于

经常性公共资金提供的极其有限的每位学

生支出（Crouch, Gustafsson & Lavado，2009），

完全忽视了纠正因素，如学校充足性、管理

能力、基础设施、农村和城市的不同环境，

家庭和第二语言障碍，以及如何为学校分配

资金用于干预和解决上述因素。最终由于

1996 年以后的教育预算仍然非常有限，1996

年以后的扶贫再分配机制仍然过分依赖大

量的私人教育开支（父母缴纳费用）。这也

显示出南非难以落实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1 的重要标准。  

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南非有

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另辟他径来资助陷入

困境的公立学校。对此，Spreen 和 Kamat

（2018，第 106 页）指出：“私有化（已经进

入）一个新的危险阶段，尤其是在非洲、亚

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如同美

国的特许学校和英国的学院学校一样，在南

非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私营部门有助于提供

优质教育并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

会（Klees，2017）。 

Moschetti（ 2018，第 85 页）引用

Robertson 和 Verger（2012）的观点，认为随

着新型和不同形式的公私伙伴关系的兴起

（比如特许学校、学券、以及全世界对私立

学校的供给侧补贴），这一理念有明显的扩

张趋势。Verger, Zancajo & Fontdevila（2018，

第 16 页）认为这是因为对于许多国际行动

者来说，脆弱情境和环境是“推进首选政策

改革方法和尝试创新政策解决方案的特许

时间和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南非西开普省（九个省

之一）刚刚通过了 2018 年《西开普省学校

教育修正案》，旨在正式确定南非特许学校

和学院学校模式，称为合作学校。2018 年法

案源于 1996 年《南非学校法案》的两个关

键框架机制即依法开设独立（私立）学校和

为学校配备富裕家长社区来补充国家资金，

因此并没有完全背离 1996 年《南非学校法

案》的规定。因此自 1996 年以来，南非大

多数因资金不足而表现不佳的公立学校成

为私营部门干预的主要目标，私营资本在公

立学校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西开普省教育委员会的教育委员黛博

拉·谢弗（Deborah Schafer）强调，虽然教育

经费是面向穷人的，但教育不平等仍然是南

非的一个障碍，西开普省要解决这个问题不

能只靠钱。她表示，该省的合作学校将“解决

学生学习能力差、教师教学能力或教学意愿

差、学校领导力弱且存在争议相关的不平等

模式”（Kahla，2018）。谢弗表示，新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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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将“为有需要的人创造机会，并帮助

西开普省应对预算和人员缩减的问题，可以

加强学校管理和治理，利用更多的资源”

（Kahla，2018）。这种新配置对整个南非实

现可持续发展主要目标带来了不利影响。 

结语 

最近西开普等省转向私营部门合作的

做法备受争议，标志着南非公立学校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4.1、遵循全球教育监测报

告的主要议程，或将学校教育定位为重要的

公益事业和正义与人权问题方面的能力进

一步削弱（Vally， 2018；Verger，Novelli & 

Antinyelken，2018)。 

虽然自 1994 年以来南非基础教育坚定

地沿用全球教育政策框架，如教科文组织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然而

在全球不断抨击贫困人群教育的情况下，南

非的基础教育一直难以达成或诠释其社会

公正目标。因此，那些被边缘化、没有家庭

财富使其变得富有的大多数人的诉求仍然

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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